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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的論述之中，可看出荀子理想人格類型具有士、君子與聖人三

種不同的境界，而前人對於這三方面的論述偏向於荀子「內聖」的道德人格

修養。從孔子開始，儒士就經常在「內界」和「外界」這兩極之間擺盪。在

孔子的想法中，理想人格必須在公共職務之中才能達到全面性的自我完成，

反過來說，社會只有在達成自我理想的人在擔任公職時才能被調和和整頓。

這種特殊的「理想主義政府觀」無疑的是想藉由思想文化來解決政治社會問

題。孔子一生的悲劇在於他沒有機會去完成他的公共職志，來配合他在修身

方面所達到的崇高理想。但孔子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從不放棄他救世的職

志，並盡量達到一個高度的修身境界，為後世提供了一個人格的典範。但是

創教者本身通常很少致力於建構一個嚴謹一致的系統，他通常只是一個為一

壓倒性的景象所附執著而必須將之公布之人，他本身的言語並不一定一致，

在思想上可能曖昧不清，他並不去關心他的理想景象和現實面是不符合的，

這必須由其追隨者嘗試將該景象和現實經驗層面作一連結，以保衛該景象不

被敵對者摧毀。１ 

據此來看，孟子在儒家「內聖」方面的論述實在具有重大的貢獻，孟子

補充了許多孔子未加論及的觀點，例如他提出人性的根源應根植於善心，此

                                                      
１ 「內界」指的是人內在的精神和道德性的修養；「外界」指的是客觀的社會與文化
秩序。故「內界」相當於我們所說的「內聖」；「外界」則相當於我們所說的「外王

」。相關的論述可參見施華慈（Benjamin  Schwartz），〈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兩極性
〉，收於《儒家思想的實踐》（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 57∼61。而林
師啟屏及余英時先生也曾探究了此一問題。詳見林師啟屏，《先秦儒法思想中的血緣

問題及國家》第四章第三節（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1995）及余英時，《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八章（台北：允晨文化，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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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孔子道德哲學的主體性得以挺立。此一「內聖」進路經過宋、明理學家們

的闡發，可說已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體思想。而在孔、孟「道德主體」客觀

化的要求下，「外王」的事業本是必然的實現方向，但因孔、孟缺乏理性的

「架構作用」，故在外在制度的建構上是不足的。２至於荀子則偏向外王之

治，他對於實際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都能提出自己的見解。因此荀子所說的理

想人格除了「內聖」的自我修養外，還應擔負起「外王」的實際政治社會責

任，這是本論文的中心意識之所在。 

 

「士」作為荀子理想人格境界的起點，應該具備何種修養及職務？荀子

思想中理想的「士」究竟有何面貌？荀子此一規劃思想源由為何？影響為

何？意義為何？有何限制？這些問題都是值得去探究的。在第一章中，我曾

指出要瞭解先秦思想家的問題意識，首先必須先認識他們所處的歷史世界，

因為中國的思想家－尤其是先秦諸子，大多屬於「情境式思考」，他們所關

心者，不是人與超自然的關係，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於對於人際關係

的重視，故他們的思想大多落實於現實的人生層面。因此必須瞭解他們所處

的歷史世界，才能對他的思想有基本認識。但歷史的世界屬於「實然」的層

次，乃是「價值中立」的現象世界，其本身並不涉及「好壞」的判斷，但思

想家們在此一「實然」領域中，提出人類歷史「應該」往那一個方向發展時，

就進入了「應然」的領域。思想家在「實然」的領域上各依其「自覺」賦予

其新的價值性，此屬於思想家「理念領域」的創造性活動。而要瞭解一位思

                                                      
２ 牟先生就理性底表現方式來說明中國文化底特性。他把理性底表現方式分為運用表
現 或 作 用 表 現 (functional presentation) 與 架 構 表 現 (constructive 
presentation;frame-presen tation)兩種。所謂「理性之運用表現」是就實踐理性之直接
作用而言。其表現是據體以成用或承體而起用，理性直接在具體生活中顯其用。牟先

生進一步解釋道：凡是運用表現都是  「攝所歸能」，「攝物歸心」。這二者皆在免
去對立：它或者把物件收進自己的主體裏面來，或者把自己投到對象裏面去，成為徹

上徹下的絕對。內收則全物在心，外投則全心在物。其實一也。這裏面若強分能所而

說一個關係，便是「隸屬關係」。至於理性則能開發科學與民主，這必須有另一種表

現，即「架構表現」。「架構表現」與運用表現正好相反：它的底子是對待關係，由

對待關係而成一「對列之局」。是以「架構表現」便以「對列之局」來規定。而「架

構表現」中之「理性」也頓時即失去其人格中德性。具體地說，即實踐理性之意義轉

為非道德意義的「觀解理性」或「理論理性」，因此是屬於知性層的。相關的論述可

參見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台北：廣文書局，1961），頁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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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的思想特色，其「理念領域」的自覺創造活動是最重要的觀察點。３所

以本章的敘述脈絡，首先探究「士」的歷史演變，接著才找出荀子的「理念

領域」為何。據此我以「士」為縱軸，以歷史演進為橫軸，將本章分為四節。

在第一節中，我將依據文獻來探索荀子之前「士」概念方面的演變，以作為

荀子對於士觀察的「前理解」。第二節則根據《荀子》一書，找出荀子思想

中的「士」具有哪些用法，而這些用法中以何者最為重要。第三節則透過「道」

與「勢」關係在戰國時代的演變及荀子的調適之道，來建構起荀子理想中的

士人面貌。第四節則為小結。期望透過以上的爬梳，使荀子理想中的「士」

能被具體的建立。 

 

                        

 第一節  荀子之前「士」概念的演變 

 

一、研究「士」的兩種層面 

「士」此一名詞的起源及意義為何？各家說法紛雜，探究前人的說法，

大多由訓詁和歷史兩個層面來著手。由訓詁著手的學者大多使用甲骨文或金

文的材料，來探究「士」字的起源問題，雖然「士」字的起源為何尚未完全

統一，４不過「士」是指「成年男子」似乎較為一般訓詁的學者所接受。５但

                              
３ 「實然」、「應然」的論述乃參考林師啟屏，《先秦儒法思想中的血緣問題及國家
》，頁 151∼152。  
４ 許慎的《說文解字》說：「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
為士。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稱士。」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黎

明文化，1974），頁 20。許慎及段玉裁以「事」訓「士」當有其依據存在，然而此處對士
的原始意義似乎未加說明，故後人的探究也各自不同：如近人吳承仕說：「士，古以稱男

子，事謂耕作也。知事為耕作者，…士事菑古音並同，男字從力田，依形得義，士則以聲
得義也。事今為職事事業之義者，人生莫大於食，事莫重於耕，故臿物地中之事引申為一

切之事也。」楊樹達更據甲骨文加以補充道：士字甲文作丄，一象地，丨象苗插入地中之

形，檢齋之說與古文字形亦相吻合也。據吳、楊兩氏之說，則士最初是指「農夫」而言的。

引自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4∼7；吳其昌則說：「士之最初本義
為斧形，…伐木之斧為工是先民原始之工作也，亦得為士，是先民原始之事業也。有斧於

 

斯乃有所事事也，故士即事。」在吳其昌看來，士原為一種「武器」；至於嚴一萍則曰：

「古者士為官長之通稱，周禮，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士謂主斷刑之官。」以上二者引

自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第一冊》卷 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4∼1975），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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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訓詁來入手並無法解釋「士」的所有意義及歷史演變，所以本文首先從「歷

史」層面來著手，探討「士」此一概念在荀子之前的歷史演變過程，接著從

「思想」層面探究，希望藉由這兩個層面來揭示出荀子對「士」的前理解。 

由歷史觀點來探討「士」的起源與演變問題，現在學者大多將焦點集中

在「士」和宗法等級的關係上，他們認為按照西周封建制度，６「士」大致

上屬於宗法等級中的低級貴族，位於卿大夫和庶人之間，主要是擔任戰爭的

工作。故士最初都是武士，經過春秋、戰國的變動後才轉化為文士。此說言

 
論》（臺北：天山出版社，1986），頁 281∼284

「官職」。余英時先生則判定士作「事」

解可能是非常古遠的年代，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6∼7。
，多為臆想未成定論，

                                                                                                                                                   

∼310。徐中舒則斷定士、王同字，皆象人端拱而坐，不過王為帝王，士為官長而已。徐
中舒，《上古史 。嚴、徐這二位的說法

都點出士的初義為古代的 解只適用於定型階段的

士，至於士做作「農夫」 故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門掌事的中

下層官吏。余英時， 無論楊樹達以為象插曲

田中之形，吳其昌認為象斧鉞之形 至於余英時先生的說法則不作原

始義的探究，故士的原始意義為何實難以確知。 
５ 王國維言：「士者男子之稱，古多以士女連言」。見王國維，《王國維先生全集（
一）》（臺北：台灣大通書局，1976），頁 286；饒宗頤更認為近人新說士之本義為
農事耕作，及士原指武士二說，皆不可信，提出士必為男性。士之訓事，因士是掌事

之官，有如西方之 CLERC。西周文獻所見之庶士，蓋指低級任事官吏，春秋吳越交
戰時已習用士民字眼，是時士兼指軍士而言，此與管仲立士鄉應有密切關係。故四民

之形成，始於齊桓。引自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95∼101。
而楊樹達、徐中舒及吳其昌等人也都點出「士」有成年男子之意。周法高主編，《金

文詁林第一冊》卷 1，頁 301∼310；徐中舒，《上古史論》，頁 281∼284。綜合以
上學者的論述，「士」最基本的含意為「成年男子」應是可以成立的。  
６ 西周封建制度為何？杜維運先生提出西周的封建制度是由天子封立諸侯，這是一種
武裝殖民和軍事佔領，西周的封建除了同姓姻戚之外，對於古代有名的各部族後代也

有封地，這是富有歷史文化意味的。因此西周的封建一方面是家族政治；另一方面又

著重歷史文化。封建制度中最特殊的就是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可說是一種繼承制度，

使政統和宗族合一。宗主對於族人有若干的權威，西周的封建制度得以穩固和此制度

有密切的關係。杜維運，《中國通史（上）》（臺北：三民書局，2001），頁 63∼
71；杜正勝先生亦認為周人「封建」的本質是武裝殖民，而殖民的基礎則在氏族宗法
。周朝的氏族貴族依存在武裝殖民據點的「城」上，有貴族就有周人的勢力。換言之

，西周封建制度之所以能維繫，政治的基礎在周王能以武力執行禮樂征伐；社會之基

礎則在宗法制度，使上下能守分相安。見杜正勝，《周代城邦》（台北：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1979），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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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詳的是顧頡剛先生，他在〈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一文中說：７ 

 

 

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為低級之貴族，居於國中，有統馭平民

之權利，亦有執干戈衛社稷之義務，故謂之「國士」以示其地位之高。…
儒家以孔子為宗主，其時士皆有勇，國有戎事則奮身而起，不避危難，

文武人才初未嘗界而為二也。自孔子歿，門弟子輾轉相傳，漸傾向於

內心之修養而不以習武事為急，寖假而羞言戎兵，寖假而惟尚外表，…
講內心之修養者不能以其修養解決生計，故大部分人皆趨重於知識、

能力之獲得…此等人出，其名曰「士」，與昔人同，其事在口舌，與
昔人異，於是武士乃蛻化而為文士！然戰國者，攻伐最劇烈之時代

也，不但不能廢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於春秋，故士之好武

者正復不少，彼輩自成一集團，不與文士溷。…文者謂之「儒」；武
者謂之「俠」。儒重名譽；俠重意氣，…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
為二。 

 

顧頡剛先生在此梳理出「士」起源與演變的大概輪廓，並點出了幾項值

得注意的要點：一是就士的「身份」及「職責」而言，古代的士皆是武士，

其身份為低級的貴族，主要職責是統禦平民及爭戰；８二是春秋戰國時代的

文士乃由武士轉化而來，至於轉化的原因，在於孔門弟子漸重內心的修養而

不重武事之故。 

首先顧先生認為士的「身份」是低級的貴族，此一判斷大致無誤。考察

西周的階級爵制，由考古資料來看，西周早期的墓葬可分成四種階層，但階

                                                      
７ 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臺北：著者，1962），頁 85∼91。  
８ 顧先生此說法得到許多人的呼應，例如張蔭麟先生認為周代的分封是一種武裝殖民
的運動，故軍事成為國家政治的中心，所以有一批專門為貴族打仗的人，此即「士」

。張蔭麟，《中國上古史綱》（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 63∼64。胡秋原先生
也說：「『士』原指武士，即王公大夫之衛士。他們是披甲坐在車上打仗的人。」胡

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上）》（臺北：亞洲書局，1956），頁 82
。傅樂成也提出「士」應作「武士」解，他們是受貴族祿養的職業軍人，也是戰場上

戰鬥的主力。傅樂成，《中國通史（上）》（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88），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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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差別尚不嚴明，而在西周中期之後，墓葬制度呈現系統化的等級位序，９可

知隨著時間的演進，西周的階級制度逐漸系統化和制度化，於是在政治與倫

理兩方面都變成了森嚴的等級而不可踰越。而考證於古代典籍，可發現「士」

通常被列為貴族階級的一環，地位介於貴族和庶人之間。例如《左傳》桓公

二年晉大夫師服曾說：１０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弟子，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在這裏政治結構與家庭結構是一致的，因為血緣親疏投射在政治背景上

的尊卑等級日益明顯，故士階層在差序格局中被限定在固定的位置上，成為

貴族中的最低階層。此外孟子在回答北宮錡問周室班爵之制時也說：１１ 

 

天子一位，諸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

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禮記．王制》篇則記載：１２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

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９ 西周早期的墓室規模，可依墓葬分為大、中、中小、小 4 型。大型墓室大概是公侯
之類；中型墓室屬中等貴族；中、小型墓室屬於末流貴族、沒落貴族或富裕平民三種

；小型墓室大多屬於自由民。但當時貴族間的差別不大。到了西周中期開始，宗法等

級關係有了進一步的調整，而在銅禮器上才逐漸形成一套比較系統的制度。詳見北大

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編，《商周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新華發行，1979
）頁 196∼215。  
１０ 晉杜預集解，《左傳會箋》（臺北：廣文書局，1961），頁 24∼26。  
１１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萬章下〉，頁 143。  
１２ 孫希旦，《禮記集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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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者爵制事實上並無不同，１３綜合《孟子》和「王制」來看，在西周

的封建制度中，「士」當為貴族階級中爵位最低的一層，與庶人相接。１４ 

其次，西周封建制度中的「士」是否以爭戰為主要職責呢？如果說當時

的「士」必須接受軍事方面的訓練或當時軍隊的主力由「士」組成，這是可

以接受的歷史解釋。但說所有的士都是武士則恐怕就失之狹窄。只要探究金

文和其他的古代文獻，就可知道古代各種低層官吏都是由「士」來充任的。
１５因此顧炎武《日知錄》「士何事」一條中的判斷恐怕是更真實的反映出當

時士的面貌：１６ 

 

                        

余英時先生認為，〈王制〉撇開了孟子的「君一位」，其「上大夫卿」即孟子的

「下大夫」即孟子之「大夫一位」，故說

 

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此謂農也，「肇索車牛，遠服賈，用孝養父母。」此謂商也。

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

抵皆有職之人矣。 

 

顧炎武點出，在封建制度之下，士應當都是「有職之人」。近人馮友蘭

                              
１３ 
「卿一位」，其 「凡五等」，事實上這兩者

並無不同。詳見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10∼11。  
１４ 當然對此說法也有學者不以為然。例如杜正勝先生認為將士看做最下層的貴族是
值得商榷的，此說恐怕是戰國時代以後才形成的。因為士的主體是國人－自耕農。在

城邦時代，國人是軍隊的基礎，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但他們的平時生計是依靠農作

，故士、國人與自耕農三者實一。見杜正勝，《周代城邦》，頁 77∼79 及頁 150。
但由國人的組成來看，主要以周人統治階級後代及投降周人的當地氏家大族為主，因

為其血統屬貴族階級，所以才有受教育及議政之權力。而就統治者的心態而言，他不

可能允許異族擁有他無法掌控的武裝力量及政治權力，因此在封建時代各城邦統治而

在組成軍隊及選拔人才時，恐怕大多還是以周人統治階層後代的子孫為優先考量，但

無論如何，國人的身份當然應高於庶民，故將這些國人視為低級貴族階級應該是可以

接受的歷史事實。  
１５ 此判斷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 84
。  
１６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 7（臺北：國泰文化事業公司，1980），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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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亦認為在西周奴隸貴族的等級制度中，士是貴族中的最低階層。他們受

過教育，通曉「六藝」，打仗的時候可以作為下級軍官，平時則是卿大夫或

貴族的助手，他們有固定的工作、生活和政治地位，過著「食田」的剝削生

活，他們的職守也是世襲的。１７由此看來，西周封建制度下「士」的主要職

責當為政府各部門基層事物的處理。他們或擔任武士以保衛社稷；或在天子

與諸侯的宮廷或行政機構中擔任職事官吏，或擔任卿大夫的邑宰與家臣。因

此說西周封建制度中的「士」皆為「武士」，恐怕有商榷餘地的。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臺北：藍燈出版社，1991
士乃貴族中最低的一等。《國語．晉語四》說：

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左丘明著

：九思出版公司，1978），頁 371。士

 

再者，顧先生又判定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士」是由「武士」蛻變而來的，

然而此一說法有兩點矛盾：一是他既說「文士」與「武士」是分途發展，如

何又說「文士」出於「武士」？二是文中所說的「文、武兼包之士」和開始

的「古代之士皆武士」更是不能並存。１８那麼春秋戰國時代文士的歷史淵源

為何？這可由教育的層面來探究，前人認為古代的「士」皆是「武士」，有

很大的因素來自於他們認為古代的學校是軍士訓練場所之所在，顧先生固然

由此出發，近代許多學者更由此著手。１９ 然而「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以
馬上治天下。」２０周朝以一小邦卻能得到天下，表示周代的文化也具備一定

                              
１７ ），頁 102。任
建庫亦指出， 「公食貢，大夫食邑，

士食田，庶人食力， 、韋昭注，《國語

－嶄新校注本》（台北 「食田」與皁隸「食職

」在性質上是有差別的，士能「食田」，因為他們是貴族的子孫，不過血緣較疏遠罷

了。但士只能役使自己的子弟，不像諸侯、大夫那樣有大量的各色人等可供差遣，士

這個貴族中的最低一等，時常與平民階層膠著在一起。詳見任建庫，〈先秦士階層社

會性格的變化〉，收於《秦文化研究第五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此文章刊於中國秦

漢史研究會，網址：http://www.bmy.com.cn/qwhyj/y1.htm。  
１８ 以上兩點可見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9∼10。  
１９ 顧頡剛先生認為孟子所說的庠、序、學、校皆是肄射之地，學宮即司射之地，故
禮、樂、射、禦、書、數六藝只有書與數乃專門用於治民，其他皆與射事有關。見顧

頡剛，《史林雜識初編》，頁 85∼91。楊寬則說︰「當時貴族生活中所必要的知識
和技能，有所謂『六藝』︰禮、樂、射、禦、書、數，但是

 

，因為『國之大事，惟祀

與戎』，他們是以禮樂和射禦為主的。」他接著推論出西周的大學是以軍事訓練為主

，其目的在培育貴族軍隊的主幹。楊寬，《古史新探》（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

1986），頁 207∼217。  
２０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新校本》卷 97（臺北：天工書局，1993），頁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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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準。孔子即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２１又說：「君

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２２「射不主皮，

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２３可知周文化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不是

只依靠武力來統治天下。其次，「射」除了軍事的目的之外，更重要的似乎

是在人格教育上的教養，希望由此使貴族子弟成為一位文武兼備的人，因此

實難說西周的學校僅僅只是軍士養成之地。由此更可以推論周代貴族教育是

文武兼備的，而就科目來說，應該就是六藝，至於六藝之中，則以禮樂制度

最為重要。２４可知在西周封建制度中，士階層接受的是文武兼備的教育，故

他們除了負責各部門的實際政務外，也是文化的傳播者，因此春秋戰國時代

的文士恐怕不是淵源於武士。《論語》亦曾記載：２５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 

     

這裡透露出春秋戰國時代文士知識背景的起源與武士似乎無太大關

連，因此文士恐怕難說是由武士蛻變而來的，他們自有其禮樂文化的淵源。
２６ 

                                                         

。原句是「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２１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八佾〉，頁 16。  
２２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八佾〉，頁 14。  
２３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八佾〉，頁 16∼17。  
２４ 如注 19 中楊寬先生即提出禮樂為貴族教育中重要的一環；任建庫更提出在西周金字塔式
的國家體制中，是以詩書禮樂作為主要的維繫手段，居於金字塔底部士便成了以詩書禮樂為

標誌的「王道」主要的承載者與傳播者，最先的平民學校庠、序、校以及貴族學校大學都不

是讀書之地，而是行禮觀化之所，學習的內容不是讀書，而是對禮樂的演習。詳見任建庫，〈先

秦士階層社會性格的變化〉。 
２５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衛靈公〉，頁 105。  
２６ 杜正勝先生曾提出春秋戰國時期的新士人當源出於允文允武的家宰，因為在西周
封建時代，貴族要請很多人來管理家務和莊園，這些人便是家臣，又稱家宰，通常他

們是博學多能的，而且也驍勇善戰，孔門乃繼承家臣傳統而來。杜正勝，《周代城邦

》，頁 150∼153

 
。杜先生的說法似乎是必較具備合理性的。但個人認為去探究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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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顧先生又認為士的轉化之因來自於孔門弟子「漸傾向於內心之修

養」，故戰國時代儒與俠形成對立，文士與武士正式劃分為二。然而「內心

修養」不但文士要具備，武士也不可缺少。例如孟子論氣時特別指出北宮黝

之養勇，「不膚撓、不目逃」似子夏；孟施舍之養勇，「視不勝猶勝」似曾

子。２７此即為武士亦重內心修養之明證。而顧先生又說文士講修養無法維持

生活，最後竟不得不走上揣摩上意以獵取功名的路途，這更是自相矛盾之

論。故封建制度中的士之所以轉化成文士當另有原因。那麼轉化之因為何？

若就歷史層面而言，封建制度的衰微使得士階層得以與宗法和政治脫鉤，當

是春秋中晚期後士人能得到發展契機的外緣因素，而士人本身所擁有的文化

知識和技藝修養，則為內緣的因素。然而，此內外緣因素是屬於客觀的歷史

環境，尚不足以形成士的轉化。雅斯培曾指出，「軸心期」的形成有一個最

重要的特徵，即是哲學家能反思本身的歷史，並樹立人生最高的目標。所以

探究春秋戰國時代何以士人會發生轉化，惟有從「思想」的層面來研究方能

得其全幅面貌。在中國的思想界中，儒家的開創者孔子由於「少也賤，故多

能鄙事」，２８遂成為當時的博文知禮的專家。又由於孔子「有教無類」，他

遂將古代貴族所獨佔的詩書禮樂傳播到民間，使得「學在王官」轉變成「學

在百家」。２９也由於孔子能針對周文作一反思，遂使中國進入了「軸心期」。

對此，錢穆先生有很精闢的觀察，他說：３０ 

       

孔子弟子多起微賤。顏子居陋巷，死有棺無橔。曾子耘瓜，其母親織。

閔子騫著蘆衣，為父推車。仲弓父賤人。…其以貴族來學者，魯惟南
宮敬叔，宋惟司馬牛，他無聞焉。孔子亦曰：「吾少也賤」其後親為

魯司寇，弟子多為家臣、邑大夫。晚世如曾子、子夏為諸侯師，聲名

顯天下。故平民以學術進身而預貴族之位，自儒而始盛也。 

                                                                                                                                                   

之前的文士淵源雖然可瞭解文士的歷史淵源所在，不過春秋戰國時期新興士人之所以

能興起，更重要的因素應和軸心期時哲人的思考和提倡有關，尤其以孔子更為重要，

故本文將重心放在探究軸心時期的哲人思考上，而不去深究文士的歷史淵源。  
２７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公孫丑上〉，頁 36∼37。  
２８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子罕〉，頁 56。  
２９「諸子出於王官」之說在第一章注解 13 中已加說明，此處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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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孔子實為春秋時期最重要且影響力最大的士人之一，因此欲理解封

建制度中的士為何轉化成文士，首先當由孔子來著手。而孔、荀之間最重要

的儒者是孟子，故欲對荀子思想中「士」的意涵有一基本瞭解，就必須瞭解

孔孟二人理想中的士人面貌。 

二、孔、孟思想中的士 

 

在封建制度解體之後，士開始轉而指稱學有專精的讀書人。然而，宗法

等級體制中的士階層和以武事為職守的武士，在新的士階層出現之後，不僅

沒有消聲匿跡，反而因循舊的宗法等級秩序發展下去。《左傳》哀公二年著

名的趙鞅誓師之辭說：３１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

圉免。 

 

此固然顯現社會階層已開始有所流動，但此類由庶人而獲取士身份的

人，首先是依靠外在的行政力量將其擢入「士」的行列之中的，其次，「士」

的身份的獲得乃是在固有的等級次序內由庶人上升為士，並沒有佚出宗法體

系，仍然是在舊的等級制內。這一類型的士，其內涵本質並沒有發生變化。

所以在春秋戰國之際這一歷史交匯時期，新興之士與傳統之士是共存的，

「士」的含義也變得繁紜複雜，孔子的許多弟子就針對「士」的意涵向孔子

詢問，可見當時社會中人們對於「士」的問題尚不易把握。孔子對於「士」

的本質內涵有一些討論和說明。也因為孔子對士的闡發，使得「士」呈現出

不同以往的面貌。孔子的中心思想，無疑的是以「仁」字來加以貫串的，３２

                                                                                                                                                   
３０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 83。  
３１ 晉杜預集解，《左傳會箋》，頁 13∼15。  
３２ 當然孔子的思想除了「仁」之外，還有一個「禮」字。由於孔子思想中包含了這
兩種概念，所以先秦時期孟、荀二人對孔子思想的闡述就不太相同，後來歷代儒學不

斷產生爭議似乎也與此有關。杜維明先生在〈「仁」與「禮」之間的創造緊張性〉一

文之中即點出，孔子思想中的「仁」和「禮」之間有一種非常複雜的、交響曲式的結

構，不只是和諧的關係。杜先生認為孔子所說的「仁」

 
是一個人在自我修養時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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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說的「仁」具有相當複雜的含意，不是簡單能加以說明的，但是我們

可以肯定的是，孔子的一生都在追求人生的意義，將「仁」視為人生終極的

目標。那麼，以「仁」為目標的孔子是如何來闡述他心中理想的「士」呢？

《論語．子張》篇中子夏曾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３３此雖為子

夏之言，但大致而言已點出孔子對於士人的兩大要求－「為學」與「為仕」，

事實上這兩者是可合而為一的，但為了論述的方便，故以下先將兩者分開論

述，以便對於孔子思想中的「士」做一說明，然後找出這兩者的共通性。 

                                                                                          

其作用與西方宗教體系是相同的。人透過對「仁」的實踐

，故人的內在道德不是由外在的禮來造就的

，可被視為「仁」在特殊社會條件之下的外在表現

的自我實現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因此「仁」和「禮」

相依賴，兩者必須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維繫兩者的平衡。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

 

在「為學」方面，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教育主張，希望教育使得各

階層的人皆能具備道德意識，所以在「為學」方面，孔子賦予士階層一種嶄

新的道德觀，他倡導道德內容的學習，期許士人在為學之時首重培養良好的

道德觀。孔子心目中之「學」，乃指「進德」之努力講。「進德」重在不斷

向上自覺要求，因此孔子論學重在意志的純化昇進及價值自覺的拓展，不以

具體知識為重。３４《論語》中記載孔子回答子張問士的過程可為佐證：３５  

                                                         

的過程， ，不斷由內在來自

我更生、自我精進和自我完成 。「禮」的

意義是由「仁」賦予的 ，「禮」說

明瞭「仁」 之間雖然具有創造

緊張性的關係，事實上是互

杜維明，《人性與自我修養》 ）頁 3∼20。林師啟
屏則將孔子思想體系視為一立體的動態發展系統，提出青年孔子的遠大目標便是建立

在一個以「禮樂」為核心的生活世界，而且是以「周」為理想範本的生活世界。到了

中壯年時期，遭遇到魯國君臣的疏離與不信任，隨著生命中各種挫折的來臨，孔子開

始反省到理想與現實的斷裂，經過這個反省，孔子的思想乃產生某些微妙的變化，晚

年的孔子內心越來越澄澈，他意識到現實人間的發展，恐難容理想廁身其間，但他並

沒有放棄任何的機會，總是希望將其理想，藉由各種方式表達出來。這種精神已是一

種近乎宗教的性格了。但由於對「限制性」的概念，不斷地思索著，他乃在困頓之際

，上追「天人」的相關問題，從而在「人」的「道德主體」的思考方向中，指向「超

越性」的存在。見林師啟屏，〈孔子思想分期之可能及其意義〉，該文發表於輔仁大

學舉辦的「第三屆先秦兩漢學術國際研討會」《百家爭鳴－世變中的諸子學術》，2003
年 12 月 6∼7 日。由此看來，孔子的「仁」實際上具有複雜的含意，難以說明透澈，
但孔子思想可由「仁」字來貫串亦非錯誤的判斷。  
３３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子張〉，頁 133。  
３４ 參見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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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孔子認為一個士人必須真誠的修養自身的道德觀念，自然能德行通達。

若只是求取虛名，即使取得了虛名，事實上對自己的德行反而是一種損害。

可知孔子在「為學」的目的上所重視的是士人本身道德行為修養的完善，他

認為士人具備了良好的道德情感之後，自然能超越自身的成敗得失，不將自

身的利益視為人生的主要目的。  

但孔子的「仁」本來就具備「社會性」的特點，孔子教育的目的，就在

培養學生成為有用之才，他希望學生透過對「仁」內涵的掌握，由修身齊家

進而治國平天下。所以在「為仕」方面，孔子所開創的「儒家」可說是當時

各國國君人才供應的重要來源之一，而孔子本人也急於為世所用，所以他在

《論語．陽貨》篇中曾發出這樣的呼喊：３６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但孔子之所以希望士人出仕絕不是為了功名富貴，而是為了實現自身的

政治理想，使百姓得到安樂的生活。故孔子說：３７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孔子強調「為仕」的目的非謀求個人生活之安富尊榮，故來學於孔子之

                                                                                                                                                   
３５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顏淵〉，頁 83∼84。  
３６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陽貨〉，頁 121。  
３７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里仁〉，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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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者，孔子必先教其志於「道」，如此才能忘記一己衣食之美惡，為天下後

世作大公之計而努力。３８因此孔子雖然曾說「臣侍君以忠」３９，「其事上也

敬」４０。但孔子並非主張臣子當一味的順從君王。孔子所認可的臣子，必須

超脫於權力與物質的追求，而以「道」為最高準則。在《論語》中，孔子便

曾據此提出他心目中的理想臣子樣貌：４１ 

 

所謂大臣者，以道侍君，不可則止 

 

孔子認為君臣之間的結合，不能以現實利益來思考，而必須以「理想性」

的「道德價值」為相處的原則，若無法以「道」和君王相遇合，則臣子自然

                                                      
３８ 此論述可參見錢穆，《論語新解》（香港：新亞研究所，1964），頁 121。至於
孔子所說的「道」所指為何呢？黃俊傑先生指出，古代儒家思想中的「時間」具有「

可逆性」的性質，古代儒家對於人類的歷史發展採取樂觀的態度，他們認為歷史中含

有某種「理性」的因子，因此歷史「必然」會朝向光明的方向發展，這種歷史的必然

性就是儒家所說的「道」。古代儒家所說的「道」既是「歷史的必然性」又是「道德

的必然性」，既是歷史中的永恆原理又是社會政治的原則。所以儒家思想中的「道」

不是近代西方思想史所說的「自然律」－不受人意志支配的客觀宇宙原理，而是一種

人事的規律。詳見黃俊傑，〈中國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及其運用〉，收於楊儒賓

，黃俊傑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台北：正中書局，1996），頁 28；余英
時先生亦強調「以道自任」是先秦思想家一致的觀念，而先秦思想家所說的「道」有

兩項共通性：「歷史性」和「人間性」。以道自任的精神以儒家表現的最為強烈。孔

子強調「士」的道德取向必須以「道」作為最後的依據，要求士要超越自己和群體的

利害得失，發展成對整個社會的關懷。見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頁 38∼
57；勞思光先生則觀察到，孔子所謂的「道」，即相應於「仁」說，孔子的「仁」本
指無私的意志狀態，故孔子此處所說的「志於道」必以「無私」為其特性，至於「忠

恕」則是「仁」之兩面表現，乃達到「仁」境界的實踐工夫。勞思光，《中國哲學史

》，頁 127∼130。依此而言，可知「道」是古代儒家在建立人格及政治社會的最高
準則，也是中國哲人處理萬事萬物時所依據的最高準則，至於孔子所說的「道」無疑

的就是「仁」。  
３９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八佾〉，頁 17。  
４０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公冶長〉，頁 29。  
４１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先進〉，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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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離去，不可眷戀權位。４２ 

透過「為學」及「為仕」這兩方面的探究，可知孔子的偉大貢獻，在於

他能在已僵化的封建制度中，發現到「道德情感」的重要，並將此一「道德

情感」注入士階層之中，所以孔子要求士人無論在「為學」或「為仕」上都

應當依據「道德情感」來從事「道德行為」。一位士人不但要以「道德情感」

來修養自身，還應以「道德情感」來服務社會人群。孔子之後，士階層開始

脫離封建制度的藩籬，他們開始有一個更高的精神憑藉對抗王侯，用傳統的

話來說，此一精神即所謂的「道」。孔子的弟子曾子之言最足以表達這種精

神：４３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 

 

此後「以道自任」的精神就成為士階層的共同理想，也成為後來儒者從

政時的最高理想，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４４正是這種精神的最佳注解。 

孔子此一理想主義的精神到了孟子手上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孟子對於

士人的志向、價值及士人和「道」之間的關係均有更進一步的闡述。首先，

孟子認為士人和平民是不同的，因為士人具有永恆不變的善心，孟子說：４５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

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孟子肯定士人即使在艱難困苦之中，也不會失去善心，這源自於他們能

                                                      
４２ 關於孔子的君臣觀念乃參考林師啟屏，《先秦儒法思想中的血緣問題及國家》，
頁 168∼171。  
４３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泰伯〉，頁 51。  
４４ 高明審訂，《今註今譯古文觀止（上）》（臺北：黎明文化，1992），頁 570。  
４５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粱惠王上〉，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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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以仁義來高尚自己的心志：４６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於此發揮了孔子「士志於道」之說，他認為士人若欲高尚其志，則

不論所居所由，都要以仁義為主。當士人在言語和行動上都努力去實踐仁義

之後，才有可能可成為體用兼備，經綸天下的大人。此時士人上可救國，下

可化民，使百姓得以安居並脫離禽獸的境界，所以士人不僅不是尸位素餐

者，反而對社會具有重要的價值。在肯定士人的價值之後，孟子更區分出「尚

志」和「食功」者的不同：４７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

「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

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

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

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

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

也。」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是著重於「君子固窮」的本分；「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則是充分體證「親親」而「仁民」而「愛物」

的責任倫理，所以彭更雖然自居「尚志」的階層，事實上其判斷價值的原則

                                                      
４６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盡心上〉，頁 198∼199。  
４７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滕文公下〉，頁 83∼84。  

 



第二章  荀子思想中的士   43

卻來自食功。４８簡言之，彭更雖然自居「尚志」階級，但是其判斷的標準卻

是以表面的經濟效益為主。孟子則以為有功之人皆可食祿，而士人行仁尚

義，闡揚文化，對於世道人心具有重大的影響，然而這不是經濟效益可判斷

的，故孟子責備其弟子不應以表面的經濟效益來否定士人的價值。在梳理了

「尚志」和「食功」的不同之後，孟子更以社會分工的概念，提出了頗具爭

議的勞心勞力說：４９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

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義」指此事具備「正當性」而言。孟子以為分工合作是人類生活的準

則，勞心之人當治理勞力之人，勞力之人供養勞心之人。此段話受到許多人

的批評，５０但我們若仔細考察此篇文章的脈絡，可知孟子在此區分出的勞心

者與勞力者，是針對「士無事而食」這一類經濟功效主義者的論點而來的，

孟子認為許行的社會分工對於統治階級的工作是完全懵懂無知的，是一種以

勞動生產為主的極端思想，然而許行不瞭解事物是有差別的，所以勉強去齊

一萬物事實上造成天下之人作偽，根本不能治國。所以孟子由人禽之辨、夷

夏之防、職業分工、政治領導、道德教化乃至文明演化的意義來為勞心階級

的社會功用作辯護，事實上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此外，孟子雖然有勞心和

勞力階級的區分，但此階級不是固定不變的，人可以透過自身的努力來使自

                                                      
４８ 詳見杜維明，〈孟子：士的自覺〉，收入李明輝主編，《孟子思想的哲學探討》
（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5）頁 6∼7。  
４９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滕文公上〉，頁 73。  
５０ 例如任繼愈即批評孟子把勞心者的剝削特權與勞力者被剝削的災難說成「分工」
，並論證這種分工是「天下之通義」是錯誤的。剝削階級的偏見，使他混淆了勞心與

剝削階級之間的區別。所謂勞心者事實上是依附在統治階級之下的腦力勞動者，他們

為統治階級服務並壓迫勞力者，但也創造了一些精神財富，這種分工是一種剝削，不

可能是永恆的。詳見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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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成為「尚志」階級。故《孟子．告子》篇才說：５１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

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

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

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

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

亡而已矣。 

 

孟子肯定天賜給人相同的耳目和心，故人只要肯立起大體的心，自然成

為大人。當人不斷的以仁義忠信來修養自我，自然會有「天爵」，而具備「天

爵」的人自然有很大的機會具備「人爵」。孟子在此提出的修養之道是沒有

貴賤貧富的區分的，而且人的貴賤不在於「地位」高低，而在於人自身「道

德感」的多寡。所以孟子的說法在在不平等之中實暗寓平等之意。 

其次，孟子也繼承了孔子理想主義的精神，所以他理想中的臣子，不是

追逐權力的政客，而是為了實現「道」的風骨大臣，他所認可的臣子，一方

面能「責難於君」，５２進而「格君心之非」，５３一方面能以「仁義」來教化

百姓。故孟子主張臣子的出處進退，應當以「道」為標準，至於君王的權勢

與個人的利益則非臣子做事時考慮的因素。故孟子才說：５４ 

 

                                                      
５１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告子〉，頁 170∼171。  
５２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離婁上〉，頁 97。  
５３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離婁上〉，頁 107。  
５４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盡心上〉，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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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

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士人是為了「道」才和君王相結合，如果君王不實行士人的「道」，則

士人就應離開，君王的威勢是無法脅迫士人的。因為孟子能依據孔子的理想

主義來批判當時的君王，事實上他已發展出「道尊於勢」的觀念，故孟子直

言：５５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孟子極力提倡「道」的尊嚴，認為士人的客觀價值而德而不在位，所以

有德而位尊是理所當然，道德尊而官位卑是不足掛齒之事，一個士人本身具

備的道德意識就足以和擁有統治權的君王相抗衡，所以士人和君王的地位是

平等的，並無君尊臣卑之理。綜合來說，孟子繼承並發揚了孔子「道尊於勢」

的觀念，一方面為士人建立了崇高的地位，一方面也塑造了中國士人的批判

意識。 

孔、孟之後，士人開始有一個可和君王的「勢」相抗衡的「道」。然而

孔、孟因著重於道德意識的建立，所以對於士人應當擔負的實際職責並未詳

加論述，如此就缺乏了客觀的制度架構。５６加上孟子更經常將「道」與「勢」

置於對立的兩極，認為士人應服膺儒家的「道」而非君王的「勢」，此說法

                                                      
５５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盡心上〉，頁 202∼203。  
５６ 對此牟宗三先生則指出法家人物的現實感很強，所以能配合春秋戰國時代政治社
會之情況，建立起「君主專制」的政體，完成了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的轉型。儒家現實

感不夠，太重視講道理，並不是道理本身有錯，而是他跟問題本身不相干，因此根本

不能解決問題。換言之，道理本身只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由牟宗

三先生的話可知儒家本身致力於道德的論述並非錯事，但此觀念必須配合現實才能發

揮真正的作用，否則終究只是理想，而孔孟在此方面是有些不足的。詳見牟宗三，《

中國哲學十九講》，頁 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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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不為君王所好，《史記．孟荀列傳》就曾記載：５７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而孟軻乃述唐、
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

意，作孟子七篇。 

 

  

「迂遠而闊於事情」其實正指出孟子「仁義」主張因為觸怒到君王的「逆

鱗」，造成戰國的君王的厭惡，故找藉口來批判儒家。然而戰國時代正處於

「百家爭鳴」的時刻，各個學派皆在爭奪學術上的領導地位，在此情況下，

儒家在政治上的不受重視必然造成儒家在學術上也失去的主導地位，儒家衰

微的危機感是荀子所深切焦慮而必須加以解決的，因而他必然會對孔孟之說

加以調整。加上荀子的思想重心本來就比較偏向於「外王」的層次，故荀子

理想的「士」和孔、孟當然會有些差異；其次，在孔、孟的論述之中，理想

人格之時有時稱士、有時稱君子、有時稱賢人或仁人，並無太刻意要將這些

名詞作一區隔。例如在《論語》之中子路曾經先後問士和君子，孔子著重的

都以自身的修養為先，著重的是道德修養良善之後才可出來治民。杜維明先

生亦點出孔、孟是把社會功效奠基於德業，故在《孟子》一書中，大人和大

丈夫必然是君子，而「士」在孟子用詞中和君子、大人和大丈夫亦屬同類而

未嚴格區分。５８然而荀子的思想中的重要觀念就是「分」，因此荀子的理想

人格一定是有區別的，士、君子、聖人一定是有所不同的。最後，孔孟二人

因為受親緣觀念的影響較重，所以在「親親」和「尚賢」之間常有徘徊的現

象，無法完全的建立以才能做為任用標準的觀念。荀子則打破血緣的觀念，

徹底構建了一個以道德才能為階級高低標準的封建社會，這對於中國後代官

僚制度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響。以下就先論述荀子思想中「士」的各種用法

及意涵。據此探究荀子理想中的「士」應具備何種面貌。 

 

                                                      
５７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新校本》卷 74，頁 943∼944。  
５８ 杜維明，〈孟子：士的自覺〉，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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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荀子》一書中「士」的用法及意涵 

 

由第一節中的探討，可知若由不同的角度來探究，則在荀子之前，「士」

的含意已非常紛雜。不過主要的含意有兩種：一種指的是封建制度下的有職

之人；一種指的是以「道」為尊的士人。前者附著於血緣所組成的封建制度

中，受上位者的支配，雖然掌握了文化知識，但無獨立的思考能力，更不可

能將「人民主體性」置於「君王主體性」之上；後者則具備獨立思考能力，

乃文化上的自由人，他們堅持自己所服膺的「道」高於君王的「勢」，將自

己定位為文化的承擔者。而進入戰國時代後，以「士」為中心組成的稱謂和

專用名詞，據粗略統計更高達百餘種。這不僅說明士階層遠比孔子時代複

雜，也說明他們的行跡遍及社會各個角落。５９戰國時代的士為了出路問題，

各憑才識和手段，因而其心態、價值、行為各有不同面相出現，為了區分不

同士，當時的人便開始對士進行分類。例如《墨子．雜守》篇把士分為「謀

士」、「勇士」、「巧士」、「使士」。《莊子．徐無鬼》把士分為「知士」、

「辯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

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禮教之士」、

「仁義之士」等。６０同樣的，荀子對於「士」亦有許多的探討與說明。若針

                                                      

 

５９ 此一統計引自劉澤華，〈戰國時代的「士」〉，《歷史研究》第 4 期（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 42。  
６０ 此兩段原文詳見於清孫詒讓，《墨子閒詁》（台北：世界書局，1962），頁 373
及郭慶藩集釋，《莊子集解》，頁 834∼835。除了前面所說的墨子和莊子所做的分
類之外，近代的學者也各依其需求做出分類。例如郭沫若把士分為公用畜養的家臣，

私門養士的客，以士為職業的游士辯士，讀書求仕的文學之士，以軍功封爵賜賞的武

士，隱士或辟世之士，任俠之士等。見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於收錄

於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郭沫若卷》，頁 573∼582。錢穆將戰國中期的游仕
分成勞作派、不仕派、祿仕派、義仕派、退隱派。錢穆，《國史大綱》，頁 107∼109。
范文瀾把士分為學士、策士、方士和食客。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北京：人

民出版社，1986），頁 166∼168。劉澤華把戰國時期的士分為武士、文士、吏士、
技藝之士、商賈之士、方術之士及其他等七大類，文中仍不停地再作細分。劉澤華，

〈戰國時代的「士」〉，頁 42∼43。分類固然容易理解，卻常有分類不當、標準難以統
一或難以歸類的問題。而且中國哲人向來較無分類的概念，荀子雖然分類的概念較

佳，但在文中仍不免出現許多混用的情形，故本文在論述荀子思想中「士」的類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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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探討與說明稍加分析，就會發現荀子的「士」為多義名詞，其內容包

羅萬象。大致說來，荀子思想中的「士」大致上有五種用法及意涵，這五種

用法中，有的指當抽象的動詞使用，有的則指具體的人物而言，以下先說明

其中較不重要的二種： 

一、指「事」而言 

許慎的《說文解字》將士解釋成「事」，此一說法也得到許多人的論證。

在《荀子》書中亦可看見此一用法，〈致士篇〉說：６１ 

 

 

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聞聽而明譽之，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 

 

楊倞注曰：「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反

與之也。」郝懿行曰：「士者，事也，古士、仕、事俱通用，此士謂事其事

也。」王引之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為出字之誤也。」６２饒宗頤則認為

動詞之「士」訓「事」，士與事同音為訓，士即是事，能任事之人即是士。

周初的庶士、多士原為男性之掌王事者。６３雖然王先謙贊同王引之之說，但

就大多數學者的論證而言，士作動詞時可和「事」相通，有「實行」之意。
６４不過此種用法在荀子思想中不具重要地位，頂多只能說明「士」有時是可

當作「事」解釋的。 

                                                                                                                                                   

時，只針對荀子文中主要出現「士」的面貌作一研究及區分，不去探究分類的標準等

問題。  
６１ 王先謙，《荀子集解》，〈致士篇〉，頁 461。  
６２ 王先謙，《荀子集解》，〈致士篇〉，頁 461。  
６３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頁 99。  
６４ 王引之說：「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諸書中『出』字或誤作『士』」于
省吾則說：「楊注：『士當為事。』王引之云：『士當為「出」，字之誤也。』」廖

吉郎先生認為王引之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荀子》一書全文「卿士」皆作「卿事」

，而古字中「事」與「使」同字，使乃「用」之意，可知「士」可當「事」來解釋的

，王說為非。以上的論證詳見廖吉郎校注，《荀子》（台北：國立編譯館，2002），
頁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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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成年男子」 

在前面第一節的探討中，曾論及由訓詁的角度而言，士指「成年男子」

似乎較為一般訓詁的學者所接受。而在荀子的論述中，也曾出現類似用法，

〈非相篇〉有一段話說：６５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

比肩並起。 

 

  
楊倞曰：「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郝懿行曰：

「女、士對言，如詩之氓，易之大過，皆是古以士、女為未嫁娶之稱。」６６

可知此處的「士」可當作「男子」解，且指「未娶妻者」。這種用法在荀子

的思想中亦不具重要的地位，不過顯示了「士」作「男子」解是古代通行的

用法之一。 

以上這兩種「士」的用法較偏向於訓詁方面，在荀子的思想中可說是不

具重要地位的，出現的次數亦極少。若深入探究《荀子》一書中「士」的特

點及社會地位等情況，和本文關係較密切的應是以下三種用法：６７ 

三、當「武士」使用 

就歷史的層面來探究，士的原意當「武士」解是許多學者所主張的。我

則在前面的推論中得出周代封建制度中的「士」當解為「有職之人」，不過

我並不否定「士」亦必須接受軍事的訓練，換言之，士在某些敘述脈絡下亦

可當國家的武裝力量來解釋。而由於技能、職掌、兵種以及國別等不同情況，

「武士」又有各式各樣的稱謂，在《荀子》一書中，大概有「士」、「爪牙

之士」、「士大夫」、「庶士」、「教士」、「國士」等等不同的稱呼。６８

                                                      
６５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相篇〉，頁 206。  
６６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相篇〉，頁 206。  
６７ 劉澤華在〈戰國時代的「士」〉一文中將「士」分類成武士、文士和低級官吏三
類，本文在建立荀子思想中士的各種作用時，後三種分類乃受其啟發而來。  
６８ 除了文中的論述之外，其他「士」可當「武士」解者見〈大略篇〉：「諸侯相見
，卿為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居守。」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773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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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說來，荀子大多將「武士」視為其理想制度下的一環，負責保護君王的

工作。在此敘述脈絡下，荀子著重於「武士」工作性質的介紹，並未有太多

哲學意涵。例如〈正論篇〉云：６９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三公奉軶、持納，諸侯持輪、
挾輿、先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夾道，

庶人隱竄，莫敢視望。 

  

楊倞注曰：「庶士，軍士。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７０

此處的「庶士」即指封建制度下的「武士」而言，荀子在此乃說明聖王出外

時文武百官之職責。《荀子》一書對於「武士」的論述大多如此，因為屬工

作性質的說明，故較少哲學方面的意涵。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對於「武士」

的重視超過孔、孟二人，此或許是因為荀子著重於具體的「制度」層面，所

以他能注意軍事的重要，進而肯定武士的價值。例如〈王制篇〉說：７１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 

 

荀子不否定國君若能尊崇「武士」，則能達到「霸」的境界，而「霸者」

也是很不容易達到的境界。７２在〈臣道篇〉中荀子亦有相似的見解：７３ 

                                                                                                                                                   

 

子道篇〉：「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王先謙，《荀

子集解》，頁 830。以上所說的「教士」及「國士」都可當「武士」來解釋。  
６９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論篇〉，頁 567∼568。  
７０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論篇〉，頁 568。  
７１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篇〉，頁 311。  
７２ 荀子對於王霸的區別，簡單來說就是〈王霸篇〉中所說的：「與積禮義之君子為
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王先謙，《荀子集解》，頁。換言之，以禮義

治理可稱王天下，以誠信治理則能稱霸天下。韋政通先生點出，孔子雖基於道德的判

斷而認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但對於桓公與管仲的歷史地位仍是

肯定的。但到了孟子時則純以道德判斷為主，提出「以利假仁者霸」，否定了桓公及

管仲的歷史地位。至於荀子則能直承孔子大處，他雖然以王為最高理想，但尊王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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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

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 

 

「爪牙之士」指的是勇猛的武士。國君若能善用勇力之臣，則敵人自然

不敢來犯。由此可知，荀子雖然強調軍事的根本在於君王平時能施行禮義來

使人民依附，但他還能論述軍事的細節及武士對於國家的重要性。７４其軍事

思想可說是本末兼顧，對後代的軍事觀念也有不少的啟發。魏元珪先生即指

出：７５ 

  

                                                                                          

，有時霸者和王者是相去不遠的，

，在現實上實難達成，故桓公和管仲的霸業已相當難得

尊霸則是重一歷史事實，故在政治思想上，

王道較為典實。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頁 126∼130
、主觀化，

在政治運作上則提出了比孔子更嚴格的道德要求。

「為政以德」及孟子的「仁政王道」。

 

孟、荀二子皆崇孔子之說，故對用兵之道所見略同，但荀子生當戰國

末季，見殺伐之事日繁，徒有仁義道德之教化，亦不足以拯危，故主

                                                         

黜霸。甚至在荀子的心目中 因為荀子知道王道雖可

貴，但畢竟是理想 。尊王是一

種理想， 荀子稱美霸道實際上較孟子只尊

；趙士林先生則認為孟

子將儒家倫理政治學說徹底道德化 其王霸之辨是用倫理吞沒政治的思想走

向， 而荀子所體認的最高政治境界

體現了孔子所說的 表現在王霸之辨上，荀子高

揚「王道」，主張「力仁」，所以荀子在〈仲尼篇〉中對「霸」的批判可謂淋漓盡致

，與「霸」成對比的是對「王」的謳歌。所以荀子在王霸之辨上維護王道的精神並不

比孟子遜色。趙士林，《荀子》（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頁 103∼110。這
兩位先生都點出孟子在王霸之辨時對於「道德性」的要求大為提高，但有關於荀子的

王霸之辨似乎觀點略微不同，趙先生無疑著重於論述荀子與孟子在政治倫理上的相同

之處，韋先生則著重於荀子和孟子的不同之處。個人認為韋先生的說法是較為接近事

實的，但必須說明的是，荀子的終極理想乃是「王道」，他之所以不否認霸道並不表

示荀子以「霸道」為滿足，他的主要用心當是要引導「霸者」向「王道」邁進，此表

明荀子的思考脈絡仍是儒家的。  
７３ 王先謙，《荀子集解》，〈臣道篇〉，頁 450。  
７４ 在〈議兵篇〉中，荀子雖然強調了「禮義」在軍事上處於關鍵的位置，但荀子並
不諱言刑罰在軍事上的必要性，也能論述為將之道及理想的軍制，顯現了荀子思想中

重「制度」的一面。  
７５ 魏元珪，《荀子哲學思想研究》（台中：東海大學出版社，1983），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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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必要時宜以戰止戰。荀子雖未必贊成戰爭，但對無可免之戰禍，總

擬有防禦之道，故在著作中，特有議兵之篇，當時捨吳起外，荀子可

說是首屈一指之軍事哲學家。 

 

關於軍事及武士的價值這一方面，孟子是很少去談論的，可知荀子因為

偏向於外王「制度」的建立，所以較能注意到軍事方面的問題，並論述如何

建立起強大的國防及武士的價值之所在。 

四、當「文士」使用 

《韓詩外傳》卷七說：「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

避辯士之舌端。」７６這裏把操筆桿的稱為文士。其實文化人，包括辯士，皆

可稱為文士。早在戰國之初，墨子就曾對文士的特點與文士的不同類型作過

劃分，他說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７７。德行、言談、

道術應該說是對文士的分類。戰國史籍中有關文士的各種稱謂不下三、四十

種。７８這幾十種稱謂，大體可歸入如下幾類。第一類可稱為道德型。這一類

的士把道德修養作為奮鬥目標；第二類可謂之為智慧型。這些人重在知識和

學以致用。７９第三類可謂之技能型。這部分人又可分技藝之士、商賈之士、

方術之士三部分：技藝之士指有一技之長和專門技能的人；商賈之士指經營

工商業之士；方術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風水、求仙藥之類的士人。８０探

究《荀子》一書，亦可發現其論述的「士」亦具備這三種類型，不過這三種

                                                      
７６ 賴炎元註譯，《韓詩外傳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281
。  
７７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尚賢第八〉，頁 25。  
７８ 此一統計引自劉澤華，〈戰國時代的「士」〉，頁 43。  
７９ 劉澤華認為隱士可以說是以上兩類的附類或兼類，這類士因種種原因不為官。但
他們不出仕並不是都不關心國計民生、社會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隱士發表了許多評

論時政得失的言論，甚至提出系統的理論，成為一家之言。有些隱士在社會上具有很

高的聲望，君主貴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卻拒不受命。也有些隱士是一時的，隱居只不

過是靜觀待機之術。詳見劉澤華，〈戰國時代的「士」〉，頁 43。茲從其說。  
８０ 文士這三種分類引自劉澤華，〈戰國時代的「士」〉，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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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中，荀子最重視的，當是道德型的「士」，因荀子曾云：８１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愨

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 

 

 

荀子強調，士當先求自身道德的完善，再推及求智慧和能力的完備。一

個士人如果只有知能卻無道德，將如豺狼一般危險不可近。這應是繼承孔子

所說的：「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凡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８２的思想而來。故荀子所說的「文士」，當以道德型的「士」為

主。 

道德型的「士」強調的是如何透過實踐的工夫來達到自身道德修養的完

善，因此實踐依據為何及如何實踐就成了許多人論述的重點。在本章第一節

中，我曾點出孔、孟為士人注入了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並為士人建立起尊

嚴感。而荀子一方面承此二人的思想脈絡，一方面依照自己思想並結合當時

的社會情況，對於此類的士亦有詳盡的定義及說明。大致而言，《荀子》一

書中道德型的「士」稱呼大概有「士」、「法士」、「誠士」、「勁士」、

「信士」、「有方之士」、「列士」等等。８３在荀子的論述中，道德型的「士」

最重要的修養依據就是「禮法」，８４荀子認為道德型的「士」首先能瞭解自

己本性之不善而立志改變，因而能去尋求師長的教導及熟讀儒家經典，進而

知道禮法的重要性並能努力實踐，但因為「知」的缺乏，故對於「禮法」的

                                                      
８１ 王先謙，《荀子集解》，〈哀公篇〉，頁 850。  
８２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學而〉，頁 2∼3。  
８３ 除了正文中所引之外，其他可解為道德型的士尚見於〈非相篇〉：「法先王，順
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216。〈王霸篇〉：「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王先謙，《荀子
集解》，頁 388。〈禮論篇〉：「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王先謙，《荀子集
解》，頁 597。〈大略篇〉：「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
士。」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800。  
８４ 有關於「禮法」的論述我在第一章注 36 中已引張亨先生的說法加以闡述，此處不
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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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不能完全瞭解。荀子曾藉著孔子之口對此類的士有詳盡的說明：８５ 

 

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

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遍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

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

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 

 

此外荀子在〈儒效篇〉中亦云：８６ 

   

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 

 

〈勸學篇〉則點出：８７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

士，終乎為聖人。 

 

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 

 

道德型的「士」立身行事能遵循禮法，能擇善固執並具備省察的能力，

同時能堅守省察之後所得到的正道。士人若違背禮法，則是不知檢點的「散

儒」。可知荀子認為「禮法」是道德型士人實踐的主要依據，至於「禮法」

的獲得則來自於儒家「經典」的研習及「君師」的教導。 

其次，荀子認為道德型的士因為對於禮法尚未完全理解，所以應著重於

                                                      
８５ 王先謙，《荀子集解》，〈哀公篇〉，頁 842∼843。  
８６ 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篇〉，頁 278。  
８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勸學篇〉，頁 118 及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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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道德的修養，避免和人起衝突。故荀子說：８８ 

 

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獨修其身」強調的是以修養自我勉勵，荀子認為士人當愛惜自己生

命，不因一時憤怒而作出暴虎馮河之事。但這並不表示對於違反禮法之言論

或行為可以沈默以對，相反的，荀子認為士人對於不合禮法的言論或行為應

挺身加以批判，以維護「禮法」的尊嚴性，荀子云：８９ 

 

 凡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辨，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

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 

 

因為聖王的隱沒，造成「飾邪說，文奸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使天

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９０所以荀子承認辯說的存在，認為至誠之

士當好言、樂言先王之禮義，來開導一般人，如此才是主誠好善的士人。換

言之，能堅守「禮義」的士人方真正具備了「勇」：９１ 

 

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

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 

 

重義輕利是士與君子所共同具備的德行，堅持禮義而不屈從方為真勇。
９２故荀子雖認為道德型的「士」當以自身修養為重，但也要求士人當對不合

                                                      
８８ 王先謙，《荀子集解》，〈修身篇〉，頁 143。  
８９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相篇〉，頁 216。  
９０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篇〉，頁 225∼226。  
９１ 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篇〉，頁 179。  
９２ 《荀子》一書中約有十處出現「士君子」一詞，該如何來解釋？劉澤華指出，士
君子是表示士之道德的一個重要概念。從現有的文獻看，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墨子

。在《墨子》中，士君子有兩種含義：其一指中下級官吏；其二指知識份子。

 
到了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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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法的行為或言論提出批判及辯駁，使迷惑人心的姦言姦行得以停止。 

再者，荀子不僅從內在的修養上對士人提出要求，甚至連外表儀容亦有

所規範，〈非十二子篇〉中，荀子就曾說明心目中理想讀書人的丰采：９３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蕼然，

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 

 

士君子的儀容要端正、態度要溫和使人樂於親近，但仍能保持莊重。此

                                                                                           

士君子完全變成了表示道德和知識程度的一種稱呼。劉澤華

，「士君子」一詞墨子常用之，

份量已不能和孔、孟所說的「士」相比，只有

所稱道的「士」相當。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吉郎認為：「士君子泛指有道德修養的人，又指上流社會。」廖吉郎校注，《荀子》

原文來探究，解釋為「道德人格」

                                                         

子手中， ，〈戰國時代的

「士」〉；余英時先生亦指出 幾為墨家之專利品。而

荀子筆下的「士」 「士君子」才與孔孟

〉》，頁 46∼47；廖

，頁 182。若就《荀子》 是可以成立的。荀子的理

想人格境界雖以士、君子、聖人三者為主，但有時荀子敘述脈絡較精簡時，他會將聖

人、士君子、小人視為三種境界，此時士君子會被歸為同一境界，高於小人而低於聖

人，這或可視為士和君子所必須共同具備的道德修養，故荀子不再分開論述，士和君

子本來就會有異同，此可視為士和君子相同的部分。此外，「士君子」在荀子心目中

有時也指介於士和君子中間的一種人格類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子道篇〉中曾記載

一段孔子和弟子的問答：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

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

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

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

曰：「可謂明君子矣。」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833。此時士君子似乎介於「士
」和「君子」之間，不過這在荀子書中僅出現一次，就如在〈哀公篇〉中也曾記載：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王先謙，《

荀子集解》，頁 841。此時人格又分為五等一樣。這表示荀子雖然較具分類的觀念，
但仍不像西方哲人一般具有清楚的分類觀念；其次這兩段皆記載孔子之言，亦有可能

是荀子針對所聽聞的孔子之言來作論述，他有以自己思想來解釋，但並未將理想人格

改成自己習慣的模式。雖然「士君子」有這兩種用法，但都是屬於道德層面的論述為

主，所以我才認為解釋為「道德人格」是可以成立的。  
９３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篇〉，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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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儀容的要求當根據孔子而來，９４據此荀子批判了一些讀書人的醜陋儀表及

行為：９５ 

 

吾語汝學者之嵬容：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

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

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

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詬－－是學者之嵬也。 

 

 

一位外表穿著不合禮法要求，整天只想享樂不願勞動的學者，在荀子看

來真是怪模怪樣，不配稱為真正的士人。此乃因荀子定義中的「人」就是「社

會人」而非「自然人」，他認為人的「性」、「生」、「身」必須經過改造

才有價值，而改造的標準則是「禮」。所以荀子的身體觀是以自然的感官作

為材質，以大清明的統類之心作為動力，以禮提供了形式與目的。９６故荀子

的「禮」不但是士人修養時內在的道德規範，也為士人外在形式提供了典型，

荀子要求人由內而外都應服膺禮的規範，成為一個文質彬彬的禮義之人。這

是他注重士人外貌之因。 

最後，荀子也發揚孟子了「天爵」、「人爵」之義。他一再強調人主動

修養的重要，將「義榮」的優位性置於「勢榮」之上，荀子說：９７ 

 

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

尊，貢祿厚，形埶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

至者也，夫是之謂埶榮。流淫汙僈，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

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捶笞臏腳，斬斷枯磔，藉靡後

                                                      
９４ 《論語．述而》篇曾記載孔子的體態是：「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朱熹
集註，《四書集註》，頁 49。據此子夏說：「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聽其言也厲。」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子張〉，頁 132。此接近於荀子對士
君子外表的要求，故我才說荀子此一方面是繼承孔子而來並加以發揚。  
９５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篇〉，頁 242∼243。  
９６ 參見楊儒賓，《儒家的身體觀》（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頁 76∼80。  
９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論篇〉，頁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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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

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埶榮，而不可以有義榮。 

 

只有具備道德修養才能使人榮耀；外在地位權勢不能使人真正榮耀，荀

子強調道德的修養是自己可以掌握的，此才具有價值性。至於別人的想法和

自身的出仕與否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此不具價值性。可知荀子對於孔孟所

揭櫫的「道德主體」從未悖離。 

 

綜合來說，荀子認為道德型的「士」應當不斷以「禮法」來修養自身，

使自己內外身心都符合「禮法」的規範，當遇到禮法未規定的事情而產生迷

惑時，要仔細的省察或找師友詢問，找出最合乎禮法的行為努力去實踐，不

可因一時挫折而違背禮法的要求，「行」重於「知」是荀子思想中經常提出

的觀念，此一原則更是道德型的「士」所必須特別重視的。鮑國順先生曾為

荀子心目中的「士」立如下定義：「士是一種能夠謹守禮法，以道自任，而

力行不疑的人。」９８此定義用來形容荀子思想中理想的「文士」或許是比較

適當的。 

五、當「政府官員」使用 

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曾提出，「法制型支配」的最純粹方式，
是透過一個官僚式的管理幹部。這些管理幹部乃由個別任命的官員組成，他

們組成「一元制」的組織，並遵守十項行事的標準。９９至於官僚制度則具備

                                                      
９８ 鮑國順，《荀子學說析論》，頁 47。  
９９ 「正當支配的三種類型」是韋伯在政治社會學理論中最為人知的部分，韋伯在已
知的歷史之中，比較分析各種支配的類型，進而發展出這三種純粹類型。「法制型支

配」（ legal  domination）是基於官僚制的管理技術；「傳統型支配」（ traditional  
domination）是基於管理幹部對於統治者的私人依附；「卡理斯瑪支配」（charismatic  
domination）則奠基於一群視卡理斯瑪為超凡異人而赤誠效命的僕從。而在探究「法
制型支配」的純粹類型時，韋伯提出十項官員行事的標準，大略如下：（1）在私人
生活中是自由的，在公共領域中才有服從支配義務（2）以界定清楚的職位階層組織
起來（3）每一個職位的權限都由法令清楚規定（4）職位基於自由契約，原則上是自
由選擇的（5）人員選擇依專業性的資格，是任命的而非民選的（6）其報酬是金錢形
式的固定薪資，薪資依個人在階層中的地位決定，但職位所負的責任及官員的社會地

位也可能決定薪資的多寡（7）

 
職位是在職者最重要的職業（8）職位即前途，升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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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基本特色：功能專門化；一個權力的統序；一個形式規模或規則的系統

以及非私人化。韋伯認為，這些因素在準確性及面臨一個組織的目的而具有

手段的可預測性等標準之下，給予了官僚機構高度的合理性。如果我們接受

韋伯此說的邏輯，則一個特定官僚系統的任何合理性質的發展，應當同樣會

在官員身上反映出一個合理行為、態度及動機的適切發展。然而，官僚制度

只是一般社會體系下的副體系，因此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之下，官僚制度自然

會有差異。１００ 

 

在中國，儒家意識為一般的社會體系提供了動機性的價值，加以儒家思

想一向被採用為官方的意識型態，迫使具有各種信仰的意欲為官為吏的士

人，皆必須成為名義上的儒家，才能通過文官的考試。但漢代之後的儒學，

無法和孔、孟的原始儒學混為一談，孔孟的儒學偏向於「道德主體」的建立，

偏向於個人的修養層面，但在政治實踐時，一個廣大的帝國對於國家與臣民

之間的關係必須有劃一性與一致性的要求。因此雙方必然有一些基本的讓

步，此一改變在法律上尤其明顯，所以在漢代時，許多儒者參與法典編纂的

工作，董仲舒更把《春秋》完全化為一部法典，此正是法家「法典化」的落

實。而荀子向來被視為由儒到法的橋樑，故能理解荀子對於官員的論述，當

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官僚組織的特性有基本的認識。 

一般說來，荀子之前的官員稱之為「士」，大概有以下幾種情況：１０１一

種是司法官的屬吏稱「士」，例如《孟子．梁惠王下》載：「士師不能治士，

則如之何？」１０２「士師」朱熹解釋為「獄官」，至於「士」則為較低級的

屬官。第二種是指基層臨民的官吏。這種士有其治所，如《墨子．非攻下》

云：「士不暇治其官府。」１０３第三種泛稱各種屬吏。例如《禮記．祭法》：

                                                                                                                                                   

度是由上級依年資、表現或是兩者一起來決定的（9）行政官員和行政工具的所有權
分開，不得將職位據為己有（10）在辦理公事時，遵從組織嚴格，有系統的紀律和控
制。詳見韋伯著，康樂編譯，《支配的類型》（台北：允晨文化，1985），頁 36∼
37。  
１００ 此說可參見楊慶堃，〈中國官僚行為的一些特色〉，收入《儒家思想的實踐》，

頁 175。  
１０１ 這三種情況引自劉澤華，〈戰國時代的「士」〉，頁 43。  
１０２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梁惠王下〉，頁 24。  
１０３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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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士，庶人無廟。」注：「庶士，府吏之屬。」１０４可知在荀子之前，「士」

所擔任的職務大多屬於政府部門中較基層的事務，也是和百姓接觸最密切的

一群官員。而在《荀子》一書中，此類的「士」大概有「通士」、「公士」、

「直士」、「愨士」、「士大夫」、「官人百吏」、「仕士」１０５、「小儒」
１０６、「大夫士」、「脩士」１０７、「上士」等等許多不同的稱呼。１０８基本上，

荀子思想具有階級性的色彩，他認為地位低者侍奉地位高者乃天經地義之

事：１０９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 

 

而西周封建制度正是階級制度的代表，故荀子首先繼承傳統的用法，將

                                                      
１０４ 孫希旦，《禮記集釋》，頁 1101。  
１０５ 〈非十二子篇〉：「古之所謂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樂富貴者也，  樂
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仕士者，污漫者也，賊

亂者也，恣雎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王先謙，《

荀子集解》，頁 238∼239。「仕士」當指作官的士人。荀子將古今的仕士做比較以
得出真正的仕士能樂得其位並推行其「道」。  
１０６ 〈儒效篇〉：「人論：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
冀人之以己為脩也；甚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眾人也。志忍私，然後能

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

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

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298∼299。可知小儒可
指封建制度中的士、大夫或諸侯。  
１０７ 〈禮論篇〉：「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
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王先謙，

《荀子集解》，頁 602∼603。脩士指「上士」而言，是士之進修者。春秋以前，士
中又分等次，「上士」乃相對於「下士」而言，荀子將封建中的「士」又分等次恐怕

是歷史的孑遺。  
１０８ 荀子在〈臣道篇〉論述了為臣之道，「臣」當然也屬於官吏，不過在第一章中我
以針對此處作一論述，而且荀子在此一部分著重的是君臣之間的關係為主，下文將對

此作一論探究，故此處不再論述。  
１０９ 王先謙，《荀子集解》，〈仲尼篇〉，頁 255。  

 



第二章  荀子思想中的士   61

「士」視為封建制度下的最低階級，地位居諸侯及卿大夫之後，例如〈大略

篇〉云：１１０ 

 

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 

 

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

喪，不之臣之家。 

 

  
此處的「士」皆指封建制度中的士而言。一般來說，荀子對於西周封建

制度中的「士」的論述似乎著重於「位階」及「禮制」的說明，此顯示了荀

子對於西周封建制度的嫻熟及他在構建一個合理制度時是有歷史依據的，而

非自闢宗風。 

然而，在荀子所構建的政府體制中，階級的高低是由道德才能多寡來決

定的，血緣並非決定的因素。所以荀子實際上打破了封建制度中以血緣為主

的官員選拔標準，偏向於一個統一帝國的官員選拔制度。荀子將封建制度下

的「士」賦予道德性的內涵，提出「德必稱位」的說法，和古代強調「位必

稱德」的順序是相反的，他甚至更改了古代以血緣來授與爵位的歷史事實。

荀子提出：１１１ 

 

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

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

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

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

也。 

 

                                                      
１１０ 王先謙，《荀子集解》，〈大略篇〉，頁 772 及 783。  
１１１ 王先謙，《荀子集解》，〈君道篇〉，頁 42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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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篇〉云：１１２ 

 

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

爵不逾德。 

 

 

在荀子所構建的政府體制中，官員服飾之要求及俸祿之多寡乃承續西周

封建制度的精神，依地位高低而有所差別。然而官吏職位的高低與權力的大

小，應與本身賢能之程度成正比。此一論述無疑是繼承了孔孟理想主義的政

府觀，希望為民服務的官員應先建立良好的道德觀念，再求服務的能力。和

孔、孟不同的是，荀子更進一步設計出一套具體的官僚行政制度，從官員的

任命、責任到考核制度等等皆有詳盡的說明。首先在官員的任命及考核上，

荀子認為唯一而絕對的標準就是「禮義」１１３： 

       

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

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 

 

〈君道篇〉則云：１１４ 

 

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道，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

智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

得以懸重，愚不得以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 

 

〈致士篇〉亦云：１１５ 

                                                      
１１２ 王先謙，《荀子集解》，〈君子篇〉，頁 728。  
１１３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篇〉，頁 304。  
１１４ 王先謙，《荀子集解》，〈君道篇〉，頁 434∼435。  
１１５ 王先謙，《荀子集解》，〈致士篇〉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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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德以敘位，

能以授官。 

 

 

荀子將上層的「禮」行從「事實上的」精英特徵轉變成為「正當的」精

英身份的標識，若能依禮行事，就能進入上層的精英社會。荀子成功的融合

了「禮」的道德特性及社會政治的功能，使精英社會必須由「禮」來控管，

故行事依禮不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秩序的基石。１１６換言之，荀子明確

否定了西周封建時代官位世襲的作法，把確定等級秩序的標準「禮」具體落

實為「德」與「能」，為官的條件在禮義修養而非血緣。因此每個人可以以

自己的力量，變更自己的地位。如此一來社會上雖然有階級高低的不同，但

社會上各成員仍有自由上進的機會，在不公平之中實暗寓公平之意。此外，

因為官員的來源完全基於本身的「德」與「能」，而非上位者的喜好或透過

私人關係的請託，因此所有官員效忠的對象是客觀的制度，上位者的喜怒或

私人關係都非官員在處理公務時所考慮的因素。如此方能建立起客觀的文官

制度。 

其次，因為每個人的才智不同，所以表現在道德修養及施政能力上自然

會有高低差別，故荀子認為當依能力的不同而給予不同的任務及責任：１１７ 

 

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

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

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

所以取祿秩也。 

 

〈君道篇〉則記載：１１８ 

 

                                                      
１１６ 請參見尤銳，〈新舊的融合：荀子對春秋思想傳統的重新詮釋〉，頁 159。  
１１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篇〉，頁 182∼183。  
１１８ 王先謙，《荀子集解》，〈君道篇〉，頁 44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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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愨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

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脩業，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

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 

 

〈不苟篇〉亦云：１１９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愨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

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不下比以暗

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身

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

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

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若是則可謂愨士矣。言無常信，行無

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荀子針對不同的情況又把擔任公職的「士」細分為通士、公士、直士、

愨士等，通過荀子的論述，我們可以很清晰地分清那一類人屬於通士，那一

類人可以稱為直士，使人對「士」的分類有了明確的認識，想成為那一種「士」

就有了明顯的參照標準。大體而言，荀子官僚體制中的中下層行政官員可劃

分為「士大夫」和「官人百吏」兩類，「士大夫」是較高級的官員，他們對

於所守之職，所修之業，能謹慎恭敬，一切依聖人制訂的禮法行事而不敢專

斷，他們必須負擔較多政治社會方面的責任，亦可擔任政府各部門的機關首

                                                      
１１９ 王先謙，《荀子集解》，〈不苟篇〉，頁 169∼171。李滌生注此段時說：「『
通』者，不滯之謂也。此謂知統類者，知統類則肆應無窮，故曰通士；不結黨以下蔽

上，不苟合於上而害下，對事有紛爭者不以私害公者為公士；長短不加文飾，皆以實

情自舉，謂直士；一句平常的話必求信實，一件平常的事必求謹慎，不法流俗之行，

卻也不敢行其所獨是，此為愨士（誠謹之士）；行沒有原則，惟利之所在無不傾全力

以求，此為小人之士。」李滌生，《荀子集釋》，頁 52。由此段看來，通士近於君
子，高於公士；公士處事公正，能依禮行事卻不一定瞭解禮的內涵，高於直士；直士

較著重自身修養，不掩飾優缺點卻不一定能改正缺點，高於愨士。愨士則常有恐懼之

心，表示對禮尚有懷疑。故在荀子的思想中，修養層次較高的「士」和「君子」有時

難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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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或地方行政首長。至於「官人百吏」只是龐大官僚機器中的具體部件，承

擔著無數具體瑣碎的行政事務，是一種專門化的、工具性的角色。但不論是

「士大夫」或「官人百吏」都必須以「禮法」作為行事的標準。１２０ 

再者，要知道官員的好壞並建立正常升遷的制度，就必須有考核的制

度。荀子認為每年都必須對官員進行職務上的考核，並依其表現來給予獎

懲。至於考核的標準，則是聖人所制訂的「禮義」。〈君道篇〉說：１２１ 

 

 

                        

「士大夫」是戰國時代出現的一個新的概念

戰國典籍中表示等級序列仍用「大夫士」，

：大夫士強調的是等級，士大夫指的是階層

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

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慆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

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 

 

〈富國篇〉云：１２２ 

 

                              
１２０ 劉澤華指出， ，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

夫之後， 大夫士與士大夫順序的顛倒反映

了一個重大的變化 ，在官僚制度興起後，

士人靠自己才能擔任卿相之職，大夫也大多由士階層升上來的，「士大夫」正是此一

觀念的反映。若由內涵來考察，士大夫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指居官有職位之人，

士大夫指諸侯以下官吏，文官、武官皆可稱士大夫。大抵說來，士大夫指的是中上層

官僚，高於百吏官人，故享有不同的田邑；其二指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文人。士大夫

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一個特殊的集團，他們是知識份子和官僚相結合的產物，是兩者的

膠著體。詳見劉澤華，〈戰國時代的「士」〉，頁 45∼46。而在《荀子》一書中，
士大夫無疑的都是指居官有職位之人，其地位高於官人百吏。必須指出的是，在荀子

對於官員的論述特別突出了「法」的觀念。何以如此？我認為這是因為官員的任命屬

於制度性的問題，故必須有明確的標準來規範，如此才能使人民及官員知道官員的責

任及任免的標準何在，這是不可模糊的，故荀子此處才特別重視具體的「法」而非較

籠統的「禮」。至於「法」則是指聖王經過深思熟慮後制訂出來的具體的法律條文，

而這些法律條文在儒家的經典中都可找到。  
１２１ 王先謙，《荀子集解》，〈君道篇〉，頁 435。  
１２２ 王先謙，《荀子集解》，〈富國篇〉，頁 35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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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
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

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 

 

〈王霸篇〉則說：１２３ 

 

制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 

 

 
荀子不但從正面鼓勵官員不斷培養自身能力來取得更高的祿秩外，也從

反面提出當依刑罰的對於不良的官員加以懲戒。荀子強調客觀的「制度」一

旦被建立之後，就對所有的官員具備強制力及約束力，故官員的一切行為都

應以「禮法」來規範，每一位官員依「禮法」的規定，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 

大抵說來，政治本非一人所能獨辦，必須設官分職來將國家治好。由荀

子對於官員的論述，可看出荀子致力於建立一個客觀的官僚制度，並盡量避

免此制度被貴族政治及君王私人關係所破壞。但若將荀子和韋伯之說作比

較，會發現在荀子所構建的官僚制度中，通才的地位高於專才；在形式規範

上，道德規範經常扮演顯著的角色，因為這些特色脫離了一個官僚結構理性

需求的正軌，故荀子所構建的官僚制度實際上減低了一個政府在執行政策時

的效率，造成官僚制度週期性的破壞，進而造成國家的滅亡，但弔詭的是，

因為其說法符合中國特殊的政治社會秩序，所以漢代之後中國官僚制度大抵

符合荀子的構建，因此中國歷史上我們可看見官僚制度一再週期性的破壞並

造成改朝換代的現象。可知荀子之說雖然較偏向外王的境界，事實上就理性

的「架構作用」而言，荀子之說仍有不足之處。但荀子對於儒家能成為中國

文化的主流仍是具有重要的貢獻的，而漢代之後以儒家經典為取士標準的制

度與荀子的大力提倡亦有相當的關連。 

綜合以上論述，可知在《荀子》一書中，「士」大概有五種用法，其中

當「武士」、「文士」和「官吏」是比較重要的三種用法，但「武士」事實

上也屬於官員的一種。換言之，荀子對於士的探究主要從個人「道德修養」

                                                      
１２３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霸篇〉，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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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際「政治社會」這兩個層面來說明：道德層面指的是士人依其所擁有的

「道」來修養自身；政治層面則是士人能得君行道的具體實踐。前者可說是

「內聖」的修養；後者可說是「外王」的責任。這兩個面向在荀子思想中並

非斷裂的兩端，而是相輔相成的，但在荀子的思想中，這兩者是可以區分出

輕重的。那麼孰輕孰重？荀子思想以何者為主？何者為輔？以下就針對這些

問題作一探究。 

 

第三節  道尊於勢－荀子理想中的「士」 

 

 如前所述，荀子對於士的論述主要從道德修養和實際政務兩方面來作一

說明，而在這兩者的論述上，荀子都強調了「禮」的重要性。但值得注意的

是，荀子所提倡的「禮」和孔孟是不同的，孔孟所提倡的「禮」，是從人人

所共有的「道德性」來立論的，孔、孟之說事實上從「道德心」肯定了人人

平等的意涵。但在第一章中，我已指出荀子因為對於人性缺乏信心，因此他

所提倡的「禮」偏向聖人深思熟慮之後制訂的客觀制度，此一制度對於一般

人而言具備強制性和規範性。他雖然不否認人可經由修養而達到聖人的境

界，但真能做到的畢竟只是少數。因此他不可能認為在道德性上是人人平等

的，這自然造成他所說的「禮」和孔、孟所說的「禮」有很大的差異，換言

之，荀子所說的「禮」偏向於聖人制訂的客觀制度及法則，較偏向外王的政

治社會制度。其次，荀子雖然曾討論士人隱居時所應有的操守及行為，但在

他的烏托邦國度中，事實上是沒有隱士存在的空間，所以他曾在〈不苟篇〉

及〈非十二子篇〉中嚴厲的批判陳仲、史鰌二人是欺世盜名之徒，這無疑是

因他們自重名聲不願為官，不願為官就和荀子理想中的大儒有出入，荀子據

此才提出批判的。結合這兩項觀察，可知荀子理想中的士人除了內聖的禮義

修養外，還必須結合外王的事業方得以展現其全幅的面貌。 

而在外王事業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士人的「道」與君王的「勢」之間

應如何調和的問題？關於此問題，孔、孟二人的見解我已在本章第一節中做

出探究，並曾提出荀子的說法和孔、孟有些地方不盡相同，造成不同之因，

除了個人思想的因素之外，歷史因素自然也有影響，對此我將先探究戰國時

代的君臣關係的演變，瞭解荀子當時所面對的政治現實，接著探究荀子在當

時現實環境下，如何依其「理念領域」來建構其理想中的士人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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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友」與「君臣」之間 

考察春秋之前的文獻，會發現當時對於君臣關係的討論並不多，但在春

秋晚期之後，對於君臣關係的討論開始重要起來，這表示統治階級在卿大夫

的壓迫下，兩者產生了激烈的衝突，所以政治家覺悟到必須從新解釋君臣關

係的本質。大致說來，春秋時代因為卿大夫壟斷了政權和思想界，因此當時

認為「忠於社稷」比「忠於主公」重要。君王唯有確實的履行職務及保證國

家的利益才能使人臣服，這種觀念無疑對大臣非常有利，卻不利於君王。但

是另外有一群貴族的家臣卻認為「忠於主公」遠比忠於公義及社稷重要。所

以春秋時代有兩種「忠」的概念，卿大夫主張對社稷忠誠；士階層卻主張對

主公忠誠。１２４ 
 

                        

「忠於主公」之說可參見尤銳，〈新舊的融合

進入戰國時代後，士人的國家觀念變的非常薄弱，因此春秋時代「忠於

社稷」的觀念在當時幾乎是不存在的，故戰國時代的新興士人改以其所遵循

的「道」來和君王的「勢」相抗衡。１２５但另一方面，因為封建的解體，君

王擺脫了氏族血緣的束縛，權勢逐漸加大。如此一來，士人秉持的「道」和

君王的「勢」之間孰輕孰重成為當時思想家論述的重點。余英先生曾觀察到，

戰國時君主與士之關係有「師友」與「君臣」兩種關係。１２６這兩種關係事

實上是「道」與「勢」拉扯下所產生的不同結果。當然「師友」與「君臣」

                              
１２４ 「忠於社稷」與 ：荀子對春秋思想

傳統的重新詮釋〉，頁 162∼165。  
１２５ 因為孔、孟為士人在思想上找到一個比君王權勢更高的「道」，所以戰國時代的
士人發展出一種尊嚴感，不再認為自己僅是聽命於君王的大臣。當時的士人大多認為

君臣之間是一種平等對待的關係，這是士人內在心態上的轉變。而在客觀的外在環境

上，戰國時代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以及軍事各方面均發生劇烈的變化：在政治上

，因為封建廢而郡縣興，官僚制度得以建立，因此契約關係取代了親緣關係，所以在

政治權威型態上，由春秋時代的「傳統的權威」轉變為「理性法定的權威」；在經濟

上，商人地位上升，都市功能轉以經濟為主，故都市逐漸成為人文薈萃之地；在軍事

上則已不見春秋時代講求信義，注重禮節的作風。這些因素使得各國君王不得不汲汲

於提拔人才，以求國家的富強，士人也可以任意到其他國家追求富貴而不會遭致批判

。在此內外的因素交會之下，使得當時的士人氣焰高張，他們可以漫遊各國尋求發展

的機會，因此國家的觀念非常薄弱。外在環境的論述請參見黃俊傑，《春秋戰國時代

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頁 80∼81。  
１２６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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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關係是一直並存於戰國時代，不過若將這兩種關係放在戰國的歷史的

脈絡來探究，會發現「師友」與「君臣」兩種關係的升降變遷隨著戰國時代

各國的盛衰而有所不同，這裡似乎透露某些特殊的訊息。錢穆先生曾將戰國

時代的國勢盛衰分成三個階段：戰國初期東方霸業自越轉而至魏；中期則自

魏轉移至齊；晚期則自齊轉移至趙而歸於秦。１２７以下就透過這三個階段來

找出這些特殊訊息。 

（一）魏國興盛期 

 

魏文侯始立之時，越國已逐漸衰微，而魏國地處中原要衝，加上魏文侯

大量延攬人才，遂成為戰國時代第一個簇新的新軍國。根據錢穆先生的考

察，魏文侯所起用的賢人，在早年有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魏成子；在中

晚年有吳起、樂羊、西門豹、李克、屈侯鮒、瞿璜等人。１２８我們來探究一

下魏文侯對這些賢人的態度。《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記載：１２９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史記．魏世家》則說：１３０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

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

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

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

楚、越，若脫縊然，柰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

而還，築雒陰、合陽。 

 

                                                      
１２７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 605∼609。  
１２８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魏文侯禮賢攷〉，頁 129∼137。  
１２９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新校本》卷 67，頁 884。  
１３０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新校本》卷 44，頁 711∼712。  



   荀子理想人格類型的三種境界及其意義－以士、君子、聖人為論述中心 70

《史記．魏世家》則記載李克答瞿璜之言云：１３１ 

 

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烏得與

魏成子比也？ 

 

《戰國策．魏一》西門豹為鄴令這一則記載曰：１３２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

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
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

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丑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

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這些史料雖然經過後人潤飾，但所透露出幾個重要的訊息是可以確認

的：一是魏文侯已將賢士分成兩類，並有不同的禮遇。對於肯居官受祿之士，

如吳起、樂羊、西門豹、李克、屈侯鮒、瞿璜等，則視為君臣的關係；對於

不肯居官受祿之士，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三人，魏文侯則視之為師友，

故由《史記》、《戰國策》的記載即可知魏文侯對待田子方和西門豹的態度

明顯不同，「師友」受尊崇的程度遠超過「君臣」；二是魏文侯時許多外國

的賢士紛紛來依附，可知當時游士們已開始周遊列國去尋找功名富貴了；三

是魏文侯早期所用多為儒家，晚年則多為法家，禮法之變化由此可見，這一

方面顯示魏文侯心態上似乎有些轉變，不再想和儒者分享權力而只想任用聽

話的法家份子，這種情形對於儒家可說是一項打擊；最後，田子方之言相當

程度的顯示出當時士人的自負，可說「道尊於勢」的概念已深植當時許多士

                                                      
１３１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新校本》卷 44，頁 711。  
１３２ 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魏一》卷 21（台北：里仁書局，1982），頁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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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目之中。１３３ 

（二）齊國興盛期 

 

田和代齊後，君王權力增強，平民參政的機會日多，傳兩代而稱王，即

威王，用鄒忌為相，嚴懲不肖官員，獎腋賢才，曾烹殺無能的大夫，破格提

升有才能的大夫，可見其君權之盛。復整軍經武，囤防四疆，並利用魏、趙

戰爭之機，兩敗魏國，於是齊國震攝天下。宣王繼位後，國勢大盛，齊愍王

更到達國勢的極盛時期。齊之所以能取代魏國，當有其地理、經濟等等許多

不同原因，不過此處我將焦點集中在人才的流動上。黃俊傑先生曾指出魏惠

王亦能實施尚賢政治，例如他對公孫痤優禮有加。１３４值得深思的是，那何

以魏國還會被齊國取代？前面我已指出魏文侯晚年已喜用重視君權的法家

份子，而魏惠王重用的公孫痤更只是一位將領，故他雖然曾經在馬陵戰敗後

卑禮厚幣來招募賢者，但目的卻是功利性的，亦不能像文侯一般將賢士視之

為「師友」。孟子因而直斥他「好戰」１３５，其子襄王更被孟子認為是「望

而不似人君」。１３６這些因素對於魏國在吸引優秀人才時自然有負面的影響。 

而在此一階段，士人的自負心也正到達極點。當時許多士人自高其位，

不願自貶身價去入仕。溫和者尚自許為王侯的師友，激烈者則排斥一切政治

的權威，不願對現實政治妥協。《戰國策．齊四》記趙威后對齊使之言曰：
１３７ 

 

於陵子仲尚存乎？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

侯，此率民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孟子與陳仲同時，曾稱許他為齊國之士的「巨擘」，但反對其激烈的思

                                                      
１３３ 魏文侯對賢士的區分乃引用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之說法；
關於由禮到法之變化則受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的引發而來。  
１３４ 黃俊傑，《春秋戰國時代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頁 83。  
１３５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粱惠王上〉，頁 3。  
１３６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粱惠王上〉，頁 7。  
１３７ 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齊四》卷 11，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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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１３８而此種士人對於君王的權勢必然有所妨礙，趙威后因而動了殺機。

但是陳仲在齊國並未被殺，這表示齊國的觀念必然不同於趙國。１３９事實上，

齊國一向重視士人的力量，而齊宣王更是此一思想的代表，他曾經公開宣稱

「寡人憂國憂民，固願得士以治之。」１４０在這兩項因素影響下，造成齊國

稷下之學的興起。《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１４１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

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

盛，且數千人也。 

 
 

《鹽鐵論．論儒》篇則云：１４２ 

 

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 

 

稷下學士們的地位俸祿和上大夫相同，但是不必向齊王稱臣，齊宣王無

疑的藉此肯定了稷下學士是君王的師友而非臣民，使得士人「道尊於勢」的

觀念進一步受到在位者的肯定。而所謂的「不治而議論」指的是這些士人可

享有政府提供的優厚俸祿卻不必分擔政事的辛勞，因此可專心著書講學並批

判時政，士人的議政可說受到了制度化的保證，「道尊於勢」的觀念在此時

                                                      
１３８ 見朱熹集註，《四書集註》，〈滕文公下〉，頁 92∼94。有關陳仲的事蹟詳見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陳仲攷〉，頁 459∼460。  
１３９ 黃俊傑先生曾經從西周政治思想中「化俗」和「從俗」的觀點來探究，得出這兩
種思想在戰國時代演化成「尊重制度化權威」與「重視社會聲望」兩大趨勢，秦國重

視前者，故重「勢」而不重「士」；齊國重視的是後者，故重「士」而不重「勢」。

詳見黃俊傑，《春秋戰國時代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頁 84∼85。  
１４０ 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齊四〉卷 11，頁 415。  
１４１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新校本》卷 46，頁 737。  
１４２ 桓寬，《鹽鐵論》（臺北：臺灣古籍，2001），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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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到達了極點。１４３ 

（三）秦國興盛期 

齊宣王滅燕後，國際均勢動搖，各國環顧不安，故宣王終不敢吞燕。但

至其子齊愍王時，先和秦昭王互稱東西帝未果，接著更滅掉宋國，終於引起

各國公憤，燕國趁機聯合五國之師入齊，愍王走死，此後齊國衰微，秦國獨

強。當時可和秦國對抗的只有趙國，但長平一役，趙為秦敗，於是秦國統一

天下之勢遂成。 

齊國何以會衰敗？由人才流動的角度來看，下面兩項史實提供了我們甚

好的答案。《鹽鐵論》曾說：１４４ 

  

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分散。慎到、
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 

 

《戰國策．燕一》則記載：１４５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郭隗先
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
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 

 
                                                      
１４３ 余英時先生曾經對稷下學士做過一番詳細的討論，他提出在宣王之時，士人氣焰
高張，世主既不能屈賢士為臣，又不能和他們永遠維持一種不確定的師友關係，因此

才設立了稷下先生的制度。這是道尊於勢觀點下所產生的一種制度。至於稷下學士的

「議論」並非「討論」或「商議」的意思，主要意涵近於我們所說的「批評」，他們

可以享有俸祿卻不必稱臣，主要的職責就是「議政事」。當時士階層不僅力量大，而

且分化得很厲害，各學派之間因而互相攻訐，故孟子批評儒門以外的士為「橫議」，

事實上這正象徵了當時學術蓬勃發展的狀況。先秦時代所謂的「百家爭鳴」和稷下學

士有很大的關連，而秦朝的博士制度則是稷下學宮的遺跡所發展出來的。詳見余英時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63∼76。  
１４４ 桓寬，《鹽鐵論》，頁 157。  
１４５ 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燕一》卷 29，頁 1064∼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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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儒分散」和「士爭湊燕」可知當時人才的流動狀況，齊國失去士人

的支持，國家力量必然有所減損。 

齊國衰微後，西方的秦國開始獨霸，秦國雖然一向有抑制游士的傳統，

對於學術亦無興趣，１４６但在商鞅變法之後，國家力量大增，此外秦國更是

最能善用客卿的國家。許倬雲先生曾經研究出戰國時代各國宰相的名單，在

戰國時代各國之宰相出身於寒庶階級的，以秦國十三位居首。１４７如此必對

士人產生一定的吸引力，例如《史記．李斯列傳》曾記載：１４８ 

 

 

李斯者…。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
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

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處卑

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

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

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加上在呂不韋執政之時，亦大量的吸納游士，因此許多士人也西入秦國

謀求發展，東方六國原先具備的人才優勢逐漸喪失，軍事上又本非秦國之

敵。在此一情況下，秦國逐漸獨霸天下，在長平一役之後，秦國統一天下之

勢正式形成。但如前所述，秦國對於游士一向是沒有好感的，所以「道尊於

勢」的論述失去了政治力量的支持，逐漸的衰微了。 

綜合戰國時代各國的盛衰變化，可以觀察到以下幾個歷史面向：一是各

                                                      
１４６ 孫鐵剛先生對於此有深入的觀察，他指出，秦國文化經濟皆較六國落後，故缺乏
中產階級，游士本是工商發達下的產物，因此秦國本來就缺乏游士活動的空間。更重

要的則是政治上的因素，這可分三點來說明：首先是商鞅變法後，秦國法網嚴密而有

效；第二是秦國沾染了戎俗，刑罰非常嚴酷；第三是秦國一切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因

此壓抑游士的發展。詳見孫鐵剛，〈秦漢時代士和俠的式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

學系學報》第 2 期（台北：國立臺灣歷史學系，1975），頁 1∼5。  
１４７ 許倬雲，〈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求古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2），頁 332。  
１４８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新校本》卷 87，頁 1034∼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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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盛衰和人才的流動具有一定的聯繫；二是「師友」和「君臣」的關係剛

開始時可說是平行發展，到了齊宣王之時，可說是「道尊於勢」觀念的高峰

期，但逐漸的各國都著重於擴張君王的權勢，而將臣子視為國家運作的「工

具」，君王要求臣子應是恭順的侍從，不再將臣子視為「師友」，此一趨勢

亦可由燕昭王之後，養士之風由君王轉移到卿相之手得到堅實的驗證；三是

戰國時代君王和士人的結合，大多是一種「主賣官爵，臣賣智力」１４９的買

賣式契約的關係，人臣根本不可能在此一關係中找到自主的空間，反而使君

王對臣子更具備支配的權力；１５０四是孟子主要活動期間是「道尊於勢」的

興盛時期，荀子則逐漸轉向秦國獨霸時期，故兩人的歷史情境並不完全相

同，此當為二人在「道尊於勢」的論述上產生差異的原因之一。 

 再者，戰國時代君王之所以視臣子為「師友」，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接

受「道尊於勢」的觀念，而是當時客觀的歷史條件使然。１５１但即便是「道

尊於勢」觀念最興盛的稷下學士，最多也只有「議政」之權，君王仍然是國

家政策最後的決定者，因此當國君不願實施士人提倡的「道」時，有氣節的

士人能作的就只有到他國另謀發展或退隱不仕，而無氣節的士人就會屈服於

君王的權勢，士人是無法和君王所擁有的「勢」作正面對抗。換言之，「師

友」與「君臣」兩種關係雖然並存於戰國時期並似乎各有其興盛時期，但事

實上「師友」的觀念根本不存在戰國君王的心目之中，頂多作為號召士人的

口號，「君臣」上下之分才是君王重視並強調的，「道尊於勢」只是士人的

理想。《戰國策．齊四》中顏斶的故事亦可作為我此一結論的驗證。１５２ 

                                                      
１４９ 陳啟天，《韓非子校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 600。  
１５０ 第三點請參見林師啟屏，《先秦儒法思想中的血緣問題及國家》，頁 173∼174
。林師啟屏曾正確的指出，戰國以來的君臣關係大多是一種「契約性質」之君臣關係

，但孔、孟二人則主張君臣關係是一種「道義性質」的結合，士人以「道德價值」作

為政治活動的前提。故君臣之間是相對的關係，甚至在某種意義的考量下，抬高了「

德」的位階而出現了「對立型態」。此加深了儒者對於現實政治的不妥協性及批判的

精神。  
１５１ 因為戰國之時，士人可以隨時到其他國家謀求發展而不會受譴責，而當時能號召
到人才才能使國家富強，故君王不得不附和此一觀念。  
１５２ 詳見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齊四》卷 11，頁 407∼414。在這場「道」與「
勢」之間孰輕孰重的論辯，表面上看起來是顏斶佔了上風，使宣王接受了「道尊於勢

」的觀念，願意將顏斶視為「師友」，但結局卻是顏斶選擇退隱。

 
此可知「道尊於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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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道」為信念的儒士官僚 

如前所述，「道尊於勢」的觀念向來只存在士人的心目中，君王對此是

不認同的。而隨著各國君權的不斷加強，統治階級更逐漸對士人「士無定主」

的行為產生了不信任感，因而有打擊士人的想法，例如秦昭王羞辱荀子說：

「儒無益於人之國。」１５３無疑為這種思想的展現。對於歷史趨勢逐漸對士

人不利，荀子當然有深刻的瞭解。在學術上，戰國士人本身的精神也逐漸的

墮落，他們雖然以「道」為藉口，事實上絕大多數士人主要目的是「功名富

貴」而非「理想」的實踐。牟宗三先生對此有深入的分析：１５４ 

 

 
戰國時期之精神純為一物量之精神，…盡所有的物力從事爭戰；… 在
純物量，盡物力之精神下，人人皆有物質的主體之自由，（此完全是

主觀的），人人皆可由此以表現其原始的物質生命之精采。同時，人

人亦皆散立而披靡：士立不起，（孟子斥之為妾婦，荀子斥之為賤儒。）

民立不起，君亦立不起。如是，自不能有真正的客觀政治格局之可言，

亦不能有真正的學術文化之表現。通常皆稱羨晚周諸子，思想放奇

采，百家爭鳴。實則其所爭以鳴者，除孔子弟子所謹守而傳者及孟荀

大儒外，皆趨炎附勢，馳騁浮辭，憤世嫉俗，遊離夢想者也。大抵皆

為負面的，不得稱為積極的學術也。 

 

牟先生無疑是以「儒家」為中心來思索的，但戰國時代缺乏正面積極的

價值卻非錯誤的判斷。面對此一政治及學術上的危機，荀子如何消除君王對

儒士變節的疑慮？如何重新確立士的作用？如何避免士人在從政時成為君

王的「工具」？如何改進當時墮落的士風？荀子透過理想士人的構建，成功

的在「道」和「勢」之間找到折衷的方法。這個方法綜合了「儒家從道的理

想」、「忠於社稷」和「君王權威的肯定」這三個面向。在〈臣道篇〉中，

                                                                                                                                                   

」從來就不為君王所接受。  
１５３ 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篇〉，頁 261。  
１５４ 牟宗三，《歷史哲學》，頁 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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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提出此一綜合的觀念：１５５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

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

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懼也；大臣

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

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彊君

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

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

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

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故明

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

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

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 

     

首先在士人的「道」的建立方面，荀子要求士人必須從事「禮義」的修

養，因為「禮義」是聖人制深思熟慮後訂定的客觀制度及法則，內容十分完

備，當一般人能研讀聖人的經典時，他一方面能得到為人處世應有的正確信

念，一方面也習得為官時所應有的知識技能。當人修養到達「士」的程度時，

已能堅守儒家的「道」，瞭解政治的主體在於「人民」，故不會不被君王的

權勢所脅迫，也不會變成官僚制度下的「工具」。此時士人就應出來為官，

為國家及人民貢獻心力。而在為官之後，亦需不斷以禮義來修養自我，隨著

道德修養的逐漸精深，官位及俸祿也隨之增加。因為荀子規劃中的儒士官僚

其最高的信念是儒家的「道」而非君王的「勢」，故荀子對「道」的堅持事

實上和孔孟並無太大的差異，他並希望依此來改進當時不良的士風。 

一般說來，一項理論的建立，應是由一個「核心信念」為中心，擴張成

為一「信念之網」，此一「信念之網」以同心圓的方式，從「核心信念」到

「周邊信念」，組成種種複雜的關係網。「核心信念」具備高度的抽象性，

是不可被修正的，否則就成為另外一種理論，「周邊信念」則越處外圍時「經

                                                      
１５５ 王先謙，《荀子集解》，〈臣道篇〉，頁 44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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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性質」越濃厚，當「周邊信念」違背「核心概念」時「周邊信念」必須被

修正，所以「核心信念」與「周邊信念」事實上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是相互

融貫的。１５６若將此理論擴大至一個學派的形成，我們或許也可說，一個學

派的學者們亦有其共通的「核心信念」，而在此「核心信念」下，各自發展

出的相呼應的「周邊信念」，使一個學派的論述得以完整。據此而言，孟、

荀在「核心信念」上其實並無不同，但在「周邊信念」可能各有不同，但必

然不會違抗「核心概念」，荀子對於儒家「道」的堅持，正表示他能堅守儒

家的「核心信念」，這是他被歸為大儒之因。 

 

但是，荀子也發展出一些個人獨特的「周邊信念」，在「道」與「勢」

的論述上，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兩點：首先是荀子恢復了春秋時代「忠於社稷」

的觀念，在荀子〈臣道篇〉所舉的例子中，魏國的信陵君的事蹟是相當值得

注意的。因為信陵君違抗王命，盜取虎符出兵攻秦。其行為明顯的違抗了君

王的權勢。但荀子仍然稱他為「忠臣」，可知荀子心目中「社稷」比「國君」

更為重要，此無疑是恢復了戰國以來備受忽略的國家觀念。此外，荀子雖然

本身到處周遊列國尋求發展的機會，但他事實上並不贊成此行為，故他在〈成

相篇〉中說：１５７ 

 

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 

 

〈勸學篇〉則說：１５８ 

 

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１５６ 「核心信念」與「周邊信念」乃參見奎英（W. V. Quine）的說法而來。奎英提出
一項理論的建立，應該是由一個「核心信念」為中心，擴充為一個「信念之網」。在

這張信念之網中以同心圓的方式，從「核心信念」到「周邊信念」，組成種種複雜的

關係網。參見 W. V. Quine ＆  J. S. Ullian ：The  Web  of  Belief  （New  York
：Random  House  lnc，1970），pp.66∼67。至於會採用奎英的說法，乃受林師啟
屏，《先秦儒法思想中的血緣問詳見題及國家》的啟發而來。  
１５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成相篇〉，頁 749。  
１５８ 王先謙，《荀子集解》，〈勸學篇〉，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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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認為臣子本當當忠於自己的國家，不可離開國境到處游食，荀子無

疑的已意識到一個統一的帝國即將到來，士人必須結束周遊列國的行為而忠

於一個統一的帝國。但荀子對於「國家」的定義和春秋時代的思想家是不同

的，他所說的「國家」是和「君王」是密切連結的，故荀子說：１５９ 

 

 

鬥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

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

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

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

聖王之所不畜也。 

 

「君上之所惡」和「刑法之所大禁」是一致的，「君王」即「刑法制度」

的代表。由此看來，荀子無疑的認為有利於「國家」即是有利於「君王」，

效忠「國家」即效忠「君王」。荀子雖然主張臣子當對「制度」忠誠而非對

「君王」個人忠誠，但國君身為政治和社會的最高領導者，則臣民自然應當

保護他，輔助他。如此一來，臣子應該為了社稷而忠於國君，此時君臣間的

個人關係變的不重要，事實上，荀子思想中已未論及君臣間要維持「友好」

的關係，而將臣子定位為進諫君王的下屬，此無疑使得君臣關係由相對師友

關係變成上下支配的格局，這點和法家極為類似，而不同於其他戰國的思想

家。１６０ 

其次，在「以德抗位」的論述上，荀子的強度已不如孟子。他較著重討

論的是「德位相輔」的觀念，他主張儒家所堅持的「道」對於君王權勢不但

沒有損害，反而是君王得以尊貴的保證，〈儒效篇〉說：１６１ 

 

                                                      
１５９ 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篇〉，頁 176∼178。  
１６０ 荀子認為社稷重於國家的相關論述可參見尤銳，〈新舊的融合：荀子對春秋思想
傳統的重新詮釋〉，頁 174∼175。  
１６１ 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篇〉，頁 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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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埶在

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

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嘄呼而莫之能應，

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埶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

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 

 

 

儒者從政時可改善百姓生活，使君王地位尊崇，在民間則為樸實的百

姓，不會為了利益而做出違法亂紀的事，並能擔負社會教化之責，幫助君王

安定社會。因此儒者對於政治社會實具有莫大的穩定作用。荀子此處的論述

無疑是將「道」與「勢」作一結合，認為儒家的「道」一旦被實行，則君王

的「勢」也將受到更進一步的保護。如此一來，君王為了鞏固其地位，自然

當採用儒士組成官僚階級並提倡儒家思想，如此天下方能大治，社會風俗才

能醇美。 

綜合來說，荀子理想中的士人有三項要件：能承擔起文化的責任，以儒

家的「道」為基本信念，政治上能謹守「禮法」來處理政治事務，在社會上

擔負教民化民的工作。一旦儒家的「道」和上位者的「勢」相互衝突時，一

位士人當堅持「道」的優位性高於「勢」，故荀子理想中的士人仍是「道尊

於勢」的。 

 

第四節  小結 

     

從上面三節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荀子在原有的封建架構之下，賦予

士人「道德感」，建立起以「道」自任的官僚階級。荀子要求士人當在外王

的事業中建立起本身的價值，在從政過程中求取禮義修養的不斷精進，而非

避世去謀求個人人格的美善。此外荀子也能實際的規劃出政府組織中各官員

的實際職掌，雖然仍有不足，但稍微彌補了孔、孟在具體架構上的不足之處，

使得儒家思想不至於在法家思想下的破壞下衰微。荀子理想中的政治制度雖

然在秦朝並未被採用，但我們審視漢朝的政府組織，會發現無論在官員的選

拔，經學的教育，「禮」與「法」的並用，禮制上的等級，限制臣子的權力

但同時又保持他們進諫的權力及其他關於漢代政治各方面，似乎都可以看見

荀子理論的影子。即使在漢代之後又產生另一種精英文化及上下明顯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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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但亦無法完全封殺個人向上提升個人地位的路徑。可以說，中國的官僚

制度大多依荀子的理想而來。１６２在社會上，儒家士大夫在漢代之後成為社

會教化的主力，尤其漢代的循吏更可說是荀子理想士人的典型例證。１６３故

我們可以說，漢代之後，所有儒士在從事政治和社會活動時，在觀念上或多

或少都接受了荀子對於理想士人的規定，我們來看看施華慈（Benjamin  
Schwartz）對於王安石及顧炎武的論述：１６４ 

 

 

北宋的王安石與清初的顧炎武－則將歷史知識、制度發展的知識，

「禮」的知識，甚至法律的知識當作是真知識的中心焦點。對王安石

來說，如此的知識是與他的平天下的目標最相干的。顧炎武的情形則

較為複雜。雖然他和王氏一樣強調「經世」，他的學究式的討論亦大

部分涉及外界，然而他對良好政治的概念在實質上卻是王氏的敵對者

的概念。他屬意於一種制度背景，在其中「君子」的修身可以成為人

類社會的一個支配勢力。然而，他並不覺得個人的修身是需要一種對

於終極形上學的深切關注的。修身主要地是道德訓練的事情：「行約

之以恥，學約之以博」。知識和修身的目的之間的關係遂變成有點稀

薄了。 

 

可以說當士人一旦進入「外王」領域，就進入了荀子所架設的「理念之

網」。由此來看，荀子思想中的「士」對於中國後來的政治社會制度及士人

的心態皆有重要的貢獻。 

                                                      
１６２ 相關論述可參見尤銳，〈新舊的融合：荀子對春秋思想傳統的重新詮釋〉，頁 177
∼178。  
１６３ 關於漢代循吏的論述可參考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中國思想傳統
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 167∼258。  
１６４ 施華慈（Benjamin  Schwartz），〈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兩極性〉，頁 68。  


